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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向您提供便利，本文件采用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技术进行了翻译。WMO已在合理范围内做了努力，以提高其所生成的译文的质量，但WMO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正确性作任何明示或隐含的保证。将原始文件的内容翻译为中文时可能出现的任何歧义或差异均不具约束力，也不具遵守、执行或任何其他目的法律效力。由于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翻译。若对译文中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有任何疑问，请参考英文原件，这是该文件的正式版本。]

审查海上应急反应的最佳做法

[bookmark: _APPENDIX_A%2525253A_]本文件的目的
(1) 本文件对海洋应急响应(MER)的最佳实践进行了审查，包括海洋环境应急响应(MEER)和搜索救援(SAR)及其相关程序。它表明了对现有情况的理解，包括石油泄漏、放射性核素释放和SAR的过程以及差距。它探讨了在国家或国际水域发生的紧急反应的差异。对这些过程中涉及的主要实体进行了总结。总的来说，审查澄清了WMO需要向成员国，特别是其国家气象和水文系统，提供如何支持和/或帮助应对海洋紧急情况的指导。
(2) 因此，这一审查构成了向SERCOM提出一项建议的理由，即为参与或希望参与海洋应急响应的成员编制WMO指导材料。尽管本报告没有遵循拟议指导文件的布局，但它包含了预期的基本信息，并承认需要开展更多工作来为成员编制指导材料，这些材料将在SERCOM同意后编制。
(3) [bookmark: __DdeLink__1951_3986594039]本报告概述了WMO与其他机构合作，在发生海洋紧急情况时向各种机构提供支持的主要工作领域。目前为海洋环境中的三种紧急情况提供这种支助：溢油和其他有害或有毒物质；放射性核素释放;和漂移物体(包括搜索和救援活动)。这增加了任何支助框架的复杂性，因为所有这些紧急情况都是在全球不同的框架内管理的。例如，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通过搜索和救援区域对搜救进行管理，而石油和放射性污染则主要在国家或区域一级进行管理。基本的共同变量是对水体中漂流物质/物体的建模，通常这种建模需要以时间敏感的方式得到紧急关注，以便向有关当局提供应对紧急情况的充分信息。

(4) 如下文所述，通过WMO(1989年通过前WMO海洋气象委员会(CMM))应对海洋紧急情况的初步框架涉及建立海洋污染应对中心网络，为国家管辖水域以外的海洋污染应急行动提供气象和海洋学信息。到1993年，WMO CMM第十一届会议通过了公海海洋污染紧急反应支助系统（MPERSS），并于1994年开始试行。完整的背景和历史记录可在www.example.com上获得https://community.wmo.int/activity-areas/Marine/MEER#Background。MPERRS区域现在与IMO全球海上遇险安全系统(GMDSS)中的METAREA相一致，以提供海上安全信息。然而，这一框架是否能最有效地为海洋紧急情况提供支助，还远不清楚。鉴于以上对不同应急结构的确认，有必要决定WMO是否需要为每种类型的紧急情况制定单独的全球框架，以与应急网络保持一致，或者是否可以采用一个试图涵盖所有系统的单一框架。在编写WMO指导材料的过程中将对此进行调查。

(5) 为了提供一个更有效率和更有效的反应网络，建议WMO的任何框架都应以模拟能力为基础，由有限的几个中心根据模拟所有环境事故类型的全球能力承担全球责任。除此之外，更多的中心可能负责特定流域，目前缺乏能力的任何流域都有机会得到具有全球能力的中心的加强。这可被视为与已经采用的其他框架大致相似，例如航空领域的世界区域预报中心(WAFC) 概念；与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GDPFS）保持一致

(6) 就业务规模而言，就放射性核素反应而言，具有全球能力的中心最有能力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反应，这被认为是适当的 (IAEA)，而对于许多其他类型的紧急情况，流域一级的中心将能够对国家和区域反应机构作出反应，例如地中海区域海洋污染紧急反应中心 (REMPEC)。

(7) 有必要承认，总体上需要与这些机构进行更密切的接触，尽管就IAEA而言，与 WMO已经建立有效工作关系的其他领域密切合作可能有助于这一点。在流域一级，适当的应急中心将需要促进与应急机构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例如REMPEC，这种关系可能已经存在，但对于其他机构，可能有必要与IMO，建立和促进这种关系。这将对WMO成员国的资源产生影响。

(8) 根据WMO服务委员会海洋气象学常设委员会在编写本报告时进行的审查和调查，在编写WMO指导材料时，预计将进一步考虑以下建议：
(a) 建立响应区域，使其与响应机构针对每种紧急情况类型所使用的区域更加一致，例如SAR社区所使用的SRR；
(b) 确保能力与所需的应对措施相匹配，例如，对建模能力采用"分层“办法，使少数几个全球中心能够向任何成员提供所有环境紧急情况的建模支持；
(c) 与全球主管部门建立关系，以确保提供一致和相关的支持，并酌情利用现有的关系，如WMO, IAEA, IMO.之间的关系。
致谢
(9) [bookmark: _Int_bbImTVyN]本报告建立在2016年12月由前世界气象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海洋环境应急响应支持工作组编制的关于MEER中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未来活动的草案(未完成)“提案的基础上。2017年2月，该草案(不完整)提交给JCOMM管理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MAN-13)，管理委员会认为，该工作证明了JCOMM支持未来MEER活动的必要性，并在联JCOMM第五次会议(2017年)上成立了海洋环境应急响应专家组。然而，描述MEER未来支持活动的提案最终定稿从未完成。
(10) [bookmark: _Int_ZyHRxw4r]在2019年JCOMM解散后，WMO对MEER活动的关注现在通过SERCOM的海洋气象和海洋学服务常设委员会(SC-MMO)执行。SC-MMO的海岸应急响应专家组(ET-CER)及其专家小组(侧重于MEER和SAR)审查了上述JCOMM启动的工作(和不完整的报告草案)。ET-CER以该草案为基础，重新审视并完善了本报告中的材料，总结了MEER和SAR的现状，并为WMO提出了建议，以考虑如何最好地支持其成员加强MEER和SAR工作的能力。本报告是向SERCOM提出的建议的依据，建议WMO考虑编制未来的指导材料，以支持成员国在MEER和SAR方面的工作。
(11) 在WMO秘书处的支持下，本报告的作者包括来自SC-MMO沿海和应急响应专家组(ET-CER)的专家和特邀专家：
(a) Øyvind Breivik (挪威) -TT-MEER负责人/ET-CER/SC-MMO V主席
(b) 布鲁斯·哈克特(挪威) -主要作者
(c) 阿瑟·艾伦(美国)
(d) Pierre Daniel (法国)
(e) 小野那雄(日本)
(f) 格里戈里·萨瑟兰(加拿大)
(g) 爱丽丝·苏亚雷斯(葡萄牙)
(h) WMO秘书处支助(Sarah Grimes和Nayeon 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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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者和秘书处充分肯定了前JCOMM MEER工作组(2016 2017)的工作和贡献，该工作组为本报告提供了背景。
	
	
	



草案

审查与气象服务和WMO有关的海洋应急状况。



提交WMO SERCOM-2届会(2022年10月)

由SERCOM常务委员会
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SC-MMO)


 


总结和建议
本文件概述了WMO为支持各机构应对海洋紧急情况，特别是环境紧急情况(简称MEER海洋环境紧急情况响应)和搜索和救援(SAR)而开展合作的主要工作领域。这种支助是为三种紧急情况提供的：溢油和其他有害或有毒物质；Radionuclide species;和漂移物体(包括SAR 活动)。这本身就增加了任何支助框架的复杂性，因为这些紧急情况是在全球不同框架内管理的。SAR活动，例如，搜救活动在IMO内通过若干搜救区进行管理，而石油和放射性污染则主要在国家或区域(SRRs)一级进行管理。

1989年，前WMO海洋气象学委员会 (CMM)同意建立一个初步框架，通过建立一个反应中心网络，为国家管辖水域以外的海洋污染应急行动提供气象和海洋学信息，对海洋污染事件作出反应。到1993年，WMO CMM第十一届会议通过了 (MPERSS) ，并于1994年开始试行。完整的背景和历史记录可在上获得https://community.wmo.int/activity-areas/Marine/MEER#Background。MPERSS区域由区域气象和海洋学协调员(AMOCs)支持，该协调员与国际海事组织(IMO)全球海上遇险安全系统(GMDSS)中的METAREAs保持一致，以提供海上安全信息。然而，这一框架是否是向海洋紧急情况提供支助的最有效办法，目前还很不清楚。鉴于以上对不同应急结构的确认，有必要决定WMO是否需要为每种类型的紧急情况制定单独的全球框架，以与应急网络保持一致，或者是否可以采用一个试图涵盖所有系统的单一框架。

为了提供一个更有效率和更有效的反应网络，建议WMO的任何框架都应以模拟能力为基础，由有限的几个中心根据模拟所有环境事故类型的全球能力承担全球责任。除此之外，更多的中心可能负责特定流域，目前缺乏能力的任何流域都有机会得到具有全球能力的中心的加强。这可被视为与已采用的其他框架大致相似，例如航空领域的世界地区预报中心概念；并与GDPFS框架保持一致。

在业务一级，就放射性核素应对而言，这些具有全球能力的中心最有能力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应对，这被认为是适当的 (IAEA)，而对于许多其他类型的紧急情况，流域一级的中心将能够对国家和区域反应机构作出反应，例如地中海区域海洋污染反应中心 (REMPEC)。

有必要承认，需要与这些机构进行更密切的接触。就 IAEA而言，可通过与WMO的其他领域(如与全球发展和预防系统有关的核和非核环境应急反应GDPFS)密切合作来促进这一点，这些领域已经与它们建立了有效的工作关系。

在流域范围内，WMO的海洋应急中心需要加强与应急机构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例如REMPEC，可能已经存在这种关系，但对于其他机构，可能有必要与IMO和其他机构合作，建立和促进这种关系。

这一审查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海洋应急响应过程可能是复杂的，除了国家、区域和国际机构的多重作用外，还涉及多种危害和响应因素。气象服务在提供及时信息以支持海洋应急响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WMO在支持会员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以及促进与相关区域和国际合作伙伴的顺利接触方面的作用应得到概述。在编写本报告的过程中，WMO海洋气象和海洋学服务常设委员会(SC-MMO)向WMO服务委员会建议，WMO成员将从收到指导材料中受益，以帮助他们了解海洋应急并更好地为海洋应急提供支持。
导言
本报告审查了海洋应急，包括与气象服务和WMO有关的环境紧急情况(称为海洋环境应急 (MEER))和海洋搜救，以及它们在促进这些进程方面的作用和地位。这些进程可能很复杂和/或令人困惑，因为它们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的各种框架和文书下以各种规模运作。近40年来，WMO一直在支持国家气象和水文服务部门(NMHS)根据需要应对海洋紧急情况，特别是SAR和MEER。WMO CMM 第九届会议(1984年)参照1979年《汉堡公约》讨论了WMO和气象服务对海上搜索和救援的贡献。当时，该公约旨在制定一项国际 SAR计划，以便在发生事故时，由 SAR组织协调海上人员的救援工作，必要时，由相邻 SAR组织之间的合作进行协调-见https：//www.imo.org/en/About/Conventions/Pages/International-Convention-on-Maritime-Search-and-Rescue-(SAR). aspx。

WMO CMM第十届会议(1989年)认识到，国家气象服务机构有可能在海洋健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建议制定一种更正式的方法，处理海洋污染应急行动中的气象和海洋学支持(见https：//community.wmo.int/activity-areas/Marine/MEER#Background的完整背景资料)。没有任何一个UN机构负责推进最低有效经济效率和搜索和救援，事实上，国家气象水文系统在向执行应对措施的姐妹机构提供数据、模型和预测方面往往发挥着关键作用。要清楚地了解NMHS在海洋应急响应中的潜在作用，并为他们提供支持该过程的指导，需要对MEER和SAR、目前的状态、过程中已识别的差距有基本的了解，并了解关键参与者或合作者，以便NMHS能够尽最大能力履行其职能，以支持保护和保障生命和财产。本报告按照解释海洋紧急情况的结构，概述了WMO和NMHS在这些过程中的作用(过去和现在)，考虑了可能发挥关键或支持作用的各种国际、区域和其他公约、框架、机构和计划，强调了需要注意的一些差距，最后提出了前进的方向。


第1.1节：海洋应急响应概述什么是海洋应急响应，为什么海洋应急响应很重要，气象服务的作用是什么？
海洋应急响应是指在国家和国际水域对与水中漂流物质或物体有关的紧急情况作出响应的过程，通常是海洋。应急响应可能是出于环境原因，即MEER，并被理解为由于对海洋环境的损害威胁而导致的紧急情况，例如溢油。紧急情况也可能涉及威胁生命和财产的漂流物体或人员，例如海上失踪人员和/或船只的搜救工作。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变量，即物质、物体、动物或人在流体环境中“漂移”，并且需要对漂移进行定位和/或监测，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和/或财产的损害和/或生命损失。

在海洋污染事故应急响应的情况下，这些应急响应在规模和复杂性上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在发生海洋污染事件时，例如可能是由于石油和其他有毒物质的溢漏或放射性核素的释放而引起的，海洋水域的环境紧急情况可能随之发生。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当局应采取措施消除和/或最大限度地减少危险。MEER是多个立法或政策框架和机构参与预防、准备和/或应对此类紧急情况的一个领域。响应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者的准备情况和执行具体应急响应和管理任务的能力。这至少需要指定各利益相关方的角色和责任，定义在发生事故时应遵循的响应战略和程序，以及提供必要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鉴于海洋流体动力学的性质，对环境紧急情况的反应往往涉及模拟和跟踪有毒物质在水上/水中的移动。同样的建模和跟踪方法也适用于漂流物体(例如，海上失踪的人员、船只甚至集装箱)。因此，SAR的响应和准备通常使用与MEER相同的MEER工具。气象学、海洋学和波浪观测和预报是这种漂移模型中的强迫数据。因此，NMHS是应急准备和响应系统的利益相关者之一。此外，气象数据和资料如果被纳入环境紧急情况预防方案，也可有效地减少事故和紧急情况的风险。气象界的业务服务对于减轻各种灾害的损失和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自然发生的极端事件具有破坏性，可能引发多种事故，进而导致危险物质向空气和水中泄漏和释放，增加了保护和保障濒危人口和受污染环境的应急工作的负担。

以下第2节概述了各种类型的危险，其中NMHS在支持海洋应急响应方面发挥了作用。
第2节：应对海上紧急情况
本节回顾了目前预测造成海洋紧急情况的物质或物体的最佳做法。目前，气象组织协调一个提供海洋气象条件(天气、海况、冰情等)分析和预报的框架。这种支持是通过气象组织-海事组织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警报服务(WWMIWS)和海事组织全球海难安全系统为国家经济区以外的被称为METAREAS的特定海洋区域提供的。在这些元区域内，指定的气象组织成员负责提供信息。此外，如导言所述，污染紧急情况在MPERSS中得到处理，区域气象协调员负责支持相关的气象海洋信息。这些区域气象和海洋学协调员(AMOCS)与METAREA区域非常接近见图2.1和2.2[imag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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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提供海上安全信息的METAREAS限制(自2018年起) (WMO 2018 a)


[image: MEER map]
图2.2：区域气象和海洋学协调员(AMOC)区，用于提供海洋气象信息，以支持海洋污染事件。这些区域与METAREA区域密切匹配。
本报告将不进一步讨论为海事安全提供海洋气象支助的问题，请读者参阅WMO的有关准则和手册：特别是WMO(2018 a)、WMO(2018 b)、WMO(2018 c)、WMO(2021)。

第2.1节概述了预测海洋中物体和物质漂移的方法和工具。将表明，所用的方法是以操作数字模拟系统为基础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大范围的物体是相同的。此后，第2.2节第2.4节描述了特别适用于预测三种重要海上紧急情况的漂移和结局的模型和服务：溢油和其他有毒物质；漂流物体(包括搜索和救援)；和放射性核素放电。
第2.1节：应急响应系统的常见问题
在本节中，我们将首先概述海上应急响应系统的目的和功能。此后，我们将探讨业务预测系统的要素，包括描述用于估计物体和物质的漂移和命运的模型，以及驱动这些模型所需的海洋气象输入数据的来源。本报告所选的海洋紧急情况(即放射性扩散、溢油和漂流物,的支持系统的更具体信息和示例见第2.2节第2.4节。


2.1.1	海上应急响应基础知识
 
负责应对海上紧急情况的当局必须就部署关键和有限的资源以减轻紧急情况及时作出决定。对响应机构决策的关键输入是漂移和命运预测，以及现场操作条件。漂移和命运预测将需要从紧急情况最早可能开始到下一轮响应资源的出发。支持作业的现场海洋学和气象条件包括响应资源到达现场、作业和从作业返回安全基地的时间。每个紧急情况都有自己的时间表，这将决定漂移和命运预测的后报、现报和预测周期。紧急情况的类型和相关的响应资源将决定对现场状况信息的需求。随着突发事件的展开，响应当局需要及时更新预测和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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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紧急时间表

海洋紧急情况有着共同的时间表。时间表中有四个阶段：紧急情况发生前的条件；初始事件条件、响应期间的条件以及结论和事件后分析，如图2.1.1所示。应急前条件包括导致实际紧急事件的事件和条件。这些通常是海上紧急情况的根本原因，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极端天气和波浪、能见度降低、浅滩和海流、上层建筑结冰、船舶交通繁忙、机械疲劳或故障、故障安全设计不当、人员疲劳和决策失误。初始事件条件包括可能发生紧急情况的区域；紧急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时间段，以及紧急情况中涉及的材料或物体的类型和数量。响应期间的条件包括漂移轨迹和材料或物体从初始概率区域和时间段到下一个响应时期结束的命运。响应机构的操作还需要现场条件和约束。随着应急行动的继续，初始条件可能会更新和完善；确定并实施下一系列响应，直至获得时间表的最后阶段；结论积极的移徙应对措施要么终止，要么演变成长期的低层次努力。此时，可以进行事后分析，以确定突发事件的根本原因，并评估响应努力，目的是减少此类突发事件再次发生的变化或改进处理此类突发事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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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与各种海洋紧急情况有关的时间和深度尺度。

虽然应对海洋紧急情况的组成部分很复杂，但可以分为两个关键方面：第一，准确估计海洋学和气象条件;第二，针对紧急情况类型的漂移和归宿模型。后一个方面对于每种类型的应急响应都是独特的，例如SAR中的偏航表或石油风化或放射性核素的放射性衰变，这些将在具体章节中讨论。前一个方面是关于气象和海洋条件的质量估计，是所有海洋应急响应所必需的。必须铭记，不同的紧急情况将需要不同空间和时间尺度的数据。图2.1.2显示了与各种海洋紧急情况相关的时间和深度尺度。请注意，所需数据的空间范围将与相关的时间尺度呈线性关系。溢油缓解和恢复通常局限于摩擦层，而其时间范围从半小时的响应到数年的恢复工作。相比之下，对沉到海底的重油的缓解作用仅限于海底边界层。SAR幸存者和幸存者飞船占据海洋的恒定通量层。SAR的最短响应时间为几分钟，但也可延长到几天，但受生存能力的限制。Non-SAR物体(例如，集装箱或其内容物)可能比合成孔径雷达物体延伸得更深，可能需要更长的响应或预测时间。极端天气和船舶天气预报必须反映海面和大气边界层下部(也称为恒定通量层)和海浪区的情况，而海上结构物需要的预报将延伸到海洋混合层(埃克曼层)深处，以及在浅水中延伸到底部边界层正上方的海底区。在响应和预测尺度的较长、较深端，是放射性粒子和溶解核素的输运。
2.1.2	应急响应海洋气象信息的提供
成功应对海洋紧急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气象和海洋条件的准确了解，而紧急情况的性质决定了其时空范围。这就要求系统能够及时地向负责海洋应急响应的机构提供这些信息。为短期预报而估计气象和海洋条件的主要手段是业务预报系统，这是一种数字模型，可用来预测未来2至10天的条件。对于接近实时的条件，在存在足够观测的区域中也可以存在数据驱动的模型，例如，如果紧急情况在气象站或沿海高分辨率雷达(HF雷达)附近。最后，如果突发事件的范围远远超出天气尺度，例如放射性事件，那么气候学可以用来提供长期预报。
2.1.2.1	无缝预报系统
 
WMO成员国能够通过自己的生产和/或跨社区的合作，提供各种观测和预测，以支持应急反应。特别是，NMHS网络收集近实时的观测数据，并运行海洋和大气的业务数字预测模型，范围从地方到区域直至全球。这些模型是可操作的，因为它们定期(每天或更频繁地)运行，并有足够的支持来处理中断，并确保在指定的时间范围内公布预测。重要的是，模型的输出以及观测数据可以以标准格式并使用公认的数据交换标准提供给用户。
通常有三种模型类型用于描述MEER和SAR的海洋气象条件：提供气象条件的数值天气预报(NWP)模型、提供诸如海流的海洋条件的海洋环流模型、以及提供关于表面波场的信息的波浪模型。数值预报模式为海洋环流和波浪模式提供基本的强迫和边界条件数据。它们可以在耦合配置中运行，这允许模型跨越其共享边界快速交换信息，或者单独运行。更具体地说，这些模型提供了漂移和归宿模型所需的地球物理强迫数据，即气象和海洋学数据。
[image: Diagram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图2.1.3：海洋中物体和物质漂移和命运的通用数值预测系统示意图。
地球物理强迫数据通常由业务数值模式产生，但也可使用观测产品和气候学。模块化概念允许系统配置的灵活性。例如，漂移和归宿模型可以是溢油模型、放射性核素模型或漂移物体模型，而不严重改变其它组件和连接机械。一对一方案是指所有模型组件都使用专有数据格式在同一计算设备上运行。
图2.1.3是漂移和归趋预测通用业务建模系统的概念示意图。它说明了提供地球物理强迫数据的海洋环流、波浪和数值预报模型与特定物体或物质的漂移和归宿模型之间的关系。此外，它还显示了对应急事件初始条件的依赖性以及数据交付和存档的重要性。注意，这是一个概念图，并且当前活动预测系统的实际实现变化很大。图中所示的系统元素将在以下小节中进一步探讨。
2.1.2.2	数值天气预报（NWP）
业务数值预报方案数据产品覆盖全球海洋，从全球到非常局部的尺度，水平分辨率从数百米到几公里，时间尺度从几小时到几天(通常为10天)。公众的强烈需求通常保证了先进计算设施、综合观测网络以及研究驱动的技术发展的使用。NWP相关的科学文献和NWP模型的文档数量庞大，任何全面的描述都超出了本报告的范围。在本文中重要的是，海洋环流和波浪模型都是由NWP场(风、压力、热通量等)强迫的，特别是在天气学时间尺度上。这一点对于决策者尤为正确。此外，命运模型还直接取决于气象参数，例如，SAR物体存活和石油风化的空气温度。因此，数值预报强迫数据的准确性对系统中其他模式的准确性起决定性作用。
2.1.2.3	海洋环流数值模式

海洋环流模型也是海洋应急响应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因为它们除了提供其他重要参数(如海面温度)外，还提供所有重要的表面流。在较冷的气候中，也经常将海冰模式与海洋环流模式结合起来，以提供海冰条件的估计。还有一些关于在作业海洋学中应用表层海流数据的关键技术细节，最近的一篇综述论文(Röhrs等人，1999年)详细介绍了这些细节。2021年)，在此仅作简要介绍。

在漂移和命运预测系统的背景下，准确性问题对于海洋环流模型来说尤其严重。如其他地方所指出的，数值预报模型的准确性是系统的基础(参见。章节2.1.2.2)。虽然波浪模型预测与NWP模型数据密切相关(参见Section 2.1.2.4)，海洋中存在着对总海流场有显著贡献的物理过程。地形转向、密度梯度及其伴随的不稳定机制和潮汐是修改和产生海流分量的过程，这些海流分量可以与风驱动海流分量相匹配，甚至压倒风驱动海流分量。此外，海洋学中尺度，即涡旋和曲流的尺度，目前的模式分辨率几乎不能分辨，而且几乎没有观测能可靠地分辨它。这些因素解释了为什么海洋环流模型数据可以说是三个地球物理强迫分量中最不准确的。这对于短期海洋应急反应，特别是SAR和石油泄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些应急反应严重依赖于准确的高分辨率表面海流预测。

数据同化的使用可以大大提高海洋平均状态的准确性，但这种提高在多小尺度上是有限制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同化的数据的分辨率以及模型。Jacobs等人(2021年)证明，低分辨率观测的同化不会改善中尺度特征的预测，即使是在涡旋分辨率模式中。墨西哥湾的研究表明，与使用全1 km分辨率模型数据相比，在模型表面海流上使用58 km e折叠尺度的空间滤波器实际上减少了平均轨迹的误差。如上所述，这些小尺度的可变性对于应急反应至关重要，而高分辨率模型和观测对于复制这种可变性非常重要。这使得海洋中的短期预测成为一个挑战(Christensen等人，2018年)。
 
在海岸响应的背景下，这里的模型主要是有限域的，以提高海岸线和测深的分辨率。这些通常与运行的全球模型共享一个开放边界，并受到高分辨率风力产品的影响。这些海岸模型可能对边界和水深测量的不确定性敏感。在吸收高频雷达数据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Breivik和Sætra，2001；Sperrevik等人，二〇一五年；Hernandez-Lasheras等人，2021)或在狭窄水道中的双向筑巢(Herzfield和Rizwi，2019；Ding等人，2021年)，以提高沿海地区的精度和分辨率。较新的高分辨率测高产品如SWOT (Carrier等人，2016)和波浪滑翔机5 Hz海面高度(SSH)产品(Penna等人，2018年)，这也可能导致限制更多的小规模可变性。
如果可以接近实时地获得海洋观测结果，那么就有可能使用统计方法来创建24至48小时量级的短期预测。这些传统上是用HF雷达装置研制的 (Barrick 等人., 2012;Solabarrieta等人，2021)，因为这些观测提供了网格上的表面电流。在应急响应操作期间部署漂流物也是常见的，因为这些数据可用于“跟踪"海上紧急情况，因为它们的漂流特征与人们希望跟踪的物体或材料相似。这些漂流物的部署还提供了对该区域中的数值模型输出的快速评估，该区域可以定性地与局部表面流预测中的不确定性相关。
 
潮流是海流变化的另一个来源，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有时有独立于海洋环流模型的逆模型(Egbert和Erofeeva，2002年；Carrière等人，2016年)。虽然潮汐运动存在于卫星测高数据中，但是这些信号相对于动态海平面高度通常很小，并且通常被从信号中滤除。然而，由于正压潮汐的成分是固定的，因此可以使用许多通道来创建潮汐高度和潮流的反演模型(Egbert和Erofeeva，2002年；Carrière等人，2016年)。这些模型对海岸线和水深测量的准确性很敏感，但一旦计算出组成数据，就很容易为任何时间段创建时间序列。
2.1.2.4	数值波浪模型

波浪模型与气象模型密切相关，但波浪在海洋应急响应中的作用很大，因此我们将简要介绍一些方面。准确了解波场对于响应操作非常重要，无论是SAR操作还是溢油缓解，因为波场极大地影响其安全和成功。如www.example.com部分所指出2.1.2.2，NWP模型的气象强迫对于波浪模型是主要的，这意味着波浪模型的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驱动它的NWP模型的准确性。对于风浪来说尤其如此，风浪在漂移和归宿模型中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在区域波浪模式中，涌浪预报较少依赖于表面风，而更多地依赖于侧边界条件。

波浪对于物质的拉格朗日输运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引入了额外的拉格朗日漂移，也称为斯托克斯漂移，其取决于波浪的陡度，并且通常为表面处10米风速的约1%至1.5%，并且随着深度迅速减小。必须将该斯托克斯漂移加到从网格化数据产品获得的欧拉流中，以获得拉格朗日速度。波浪也可以通过破碎或反射直接撞击尺度与主波长相似的大型物体，例如集装箱船。这是一些搜索救援行动需要考虑的一个额外因素。

通过波浪破碎，波浪对于油和其它轻微或中性浮力的材料如船用塑料的夹带和垂直混合也是重要的(Reisser等人，2015年)。这种垂直混合会影响石油的水平输送(Röhrs等人，2018年)，由于海洋表面附近的高切变。材料将在表面以下的时间将取决于主要通过破碎波从表面向下的湍流动量通量与材料的正浮力之间的平衡。
2.1.2.5	海上应急响应数据系统
 
在实用气象模型的推动下，海洋环流和波浪实用数值模型的出现，导致了第一个溢油和合成孔径雷达物体漂移轨迹数值建模。在这些早期的努力中，漂移轨迹模块被嵌入到海洋环流模型中。负责该模型的海洋学家应反应组织的要求运行轨迹模块，该组织向建模者提供了一套相当有限的初始条件。这种一对一系统的一个细微变化是，建模者以单一的特定格式为响应组织自己的轨迹模型提供海流和风场。在这两种方案中，漂移预测的区域都限于海洋环流模型的区域。即时预报和预测受模型能力的限制，后报也受内部存档能力的限制。模型数据传递的一对一方案如图2.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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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数值漂移和命运预测系统示意图，漂移和命运模型独立于地球物理强迫数据。后者必须以指定的格式交付。

随着实用海洋学模型的可用性增加，实施了第二个计划。在该方案中，轨迹和归宿模型独立于海洋学和气象学模型运行。然而，这些输入模型必须以指定格式(例如GNOME数据格式(https：//cordc.ucsd.edu/projects/mapping/documents/GNOME_data_formats.pdf))或图2.1.4所示的有限格式集向轨迹和归宿模型提供输出。在该方案中，操作命运和轨迹模型可访问的区域的数量比一对一方案增加。然而，后报、临近预报和预报仍然受限于海洋学和气象学模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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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数值漂移和命运预测系统示意图，漂移和命运模型独立于地球物理强迫数据。
后者在这里由数据采集系统管理，该系统维护更新的数据储存库，该数据储存库总是准备好将预测和后报数据传递到漂移和归宿模型。

 
第三种方案是为了解决上述两种方案的缺点而开发的。如图2.1.5所示，在该方案中，有一个数据访问、存档和检索系统，该系统完全独立于海洋学和气象学模型以及归宿和轨迹模型。海洋学和气象学模型的输出文件在模型的时间表上以它们的原始格式被访问，其中临近预报字段被存档，并且最新的预报字段覆盖当前预报字段。因此，所需的风场和海流场不是由生产商存档，而是由该数据采集系统存档。操作命运和轨迹模型，以及遇险前模型a如果可用a，然后向数据采集系统请求特定数据立方体(产品类型/纬度-经度框/时间段)的数据。然后数据采集系统只返回指定数据立方体的归宿和轨迹模型格式的数据。现场条件和一些遇险前模块从指定位置请求时间序列。

最近，大气和海洋界越来越多地执行国际公认的数据访问、治理和文件记录协议，使更多的地球物理强迫数据可供使用。这些协议试图强制执行FAIR原则：FAIR数据是可发现、可访问、可互操作和可重用的数据(Wilkinson等人，2016年)。FAIR数据的基本前提是使数据易于访问，并对任何地方的更多用户越来越有用。与此同时，若干国家、区域和全球气象和海洋学数据制作中心已发展成为高效的公共数据服务机构，并正在积极实施数据政策和数据管理设施，遵循公平原则。一个相关的例子是WMO信息系统(WIS2.0；https：//community.wmo.int/activity-areas/wis/wis2-implementation)，以获取区域专业气象中心网络提供的业务气象和波浪数据；目前正在考虑列入全球海洋数值预测产品。关于海洋环流和波浪业务数据，例子包括哥白尼海洋和环境监测服务(https：marine.copernicus.eu)和海洋预测合作的一些参与者(https：//www.godae-oceanview.org/science/ocean-forecasting-systems/system-descriptions)。就图2.1.4和2.1.5所示的数据流方案而言，这些服务代表了地球物理力数据的替代来源，它们可以将数据传送到本地存储库，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允许根据请求流式传输数据立方体，从而减少本地存储大量数据的需要。
2.1.3	运行传输模型归宿和漂移行为

数值方法也适用于实际预测海洋中物质和物体的漂移和命运。这些模型是为特定类别的物质或物体制定的，但都依赖于描述气象和海洋条件的输入数据，即地球物理强迫数据。与操作性海洋和天气预测模型相比，操作性运输模型通常响应于特定请求而按需运行。此外，这些预测模型通常由相关部门内的私人或其他公共提供商运行，例如海上石油工业、海岸警卫队。这些模型通常可以在时间上向前运行以产生补救行动的预报，并且在时间上向后运行以能够预测海洋紧急情况的来源。

最初，实际的传输模型使用非常有限(1 11)的模拟粒子来代表石油或SAR物体。每个粒子都有一个不确定性的圆圈，它要么随时间增长，要么随距离原点的路径或直线距离增长。然后圈出的区域被框起来，这就是响应位置。这些方法包含许多简化，包括：恒定或均匀的海流或风、一种类型的漂移物体或石油、无归宿建模和有限的资源优化程序。然而，这些方法可以通过使用历史或简单的环境信息以及纸质航海图上的基本手动导航工具来实现。随着个人计算机的发展，这些“手工”的方法，然后编程与使用电子海图。
 
到目前为止，最常用的归趋和漂移行为方法是基于拉格朗日粒子跟踪(LPT)模型(van Sebille等人，2018，Dagestad等人，2018)，也称为蒙特卡罗方法。这种类型的模型假设材料可以被分解成几百到几千个粒子，或者在SAR的情况下，它们表示搜索对象的概率的分解。然后，使用对感兴趣的时间的海流、风和波浪的最佳估计，将这些粒子从它们各自的点和起源时间平流输送到感兴趣的时间。将最佳估计的气象学和海洋学参数内插到粒子位置和时间。存在与插值相关的不可避免的误差，这些误差取决于输入数据网格的比例。这种误差在沿海地区尤其大，这取决于预测系统中海岸线的准确性和分辨率。此外，粒子平流方案的选择可能引入不确定性；最常用的选择是四阶龙格-库塔法(Nordam和Duran，2020)，因为它具有稳健性且产生的误差较小。
 
将随机分量添加到每个粒子的运动中(Griffa，1996)，以模拟亚网格扩散和其他模型不确定性，这也是直接的。具有恒定扩散系数的随机游走方法是模拟小尺度扩散的最常用方法，但高阶随机方法，如随机飞行模型，也可以使用。两个模型都在每个平流时间步添加了随机分量。
 
还有另一种拉格朗日方法，其中轨迹是沿着流线计算的，流线是瞬时速度等值线，而不是沿着轨迹线。这种类型的LPT的例子是ARIANE (Blanke和Raynaud，1997)和TRACMASS (Döös等人，2013年)。该方法被设计为在C网格上有效地处理模型输出，并且不依赖于插值或平流方案，因为其通过分析计算穿过网格单元的粒子轨迹。使用流线假设稳态，或至少分段稳态，并且为每个模型输出计算轨迹。该方法还需要完整的三维非发散速度场，并且在海洋中常见的任何表面发散都可能导致流线的大的垂直分量。这种方法也使增加任何可能导致发散的分量变得复杂，例如增加偏航分量或随机扩散。由于这些限制，这些流线平流模型通常不用于短期预测，但在需要更大规模预测时仍然有用。
 
除了这两种拉格朗日方法之外，还使用了一种欧拉方法，该方法计算示踪剂浓度的对流扩散方程(Ivorra等人，2021年)，也曾被使用。欧拉输运模型非常适合长时间的模拟，其中扩散将要求拉格朗日输运模型具有禁止的粒子数量。欧拉输运模型也存在数值扩散过大的问题，特别是在光滑边缘，尽管最近的进展正在解决这一缺点(Ivorra等人，2021年)。

2.1.4	改善服务的预期发展

在以上各小节中，介绍了目前在建立海洋物体和物质漂移和命运业务预测系统方面的最佳做法。重点放在专门处理漏油、漂流物和放射性核素扩散的系统的共同要素上：地球物理强迫数据和产生这些数据的模型，以及估计物体和物质如何移动、扩散和扩散的传输模型。已经表明，有一些完善的模型和服务可以被新的参与者部署和利用，并且可以用于新的对象和物质类别。本节介绍了一些重要的发展，旨在提高预测服务的效率及其产品的质量。

1. 	改进的海洋环流强迫数据。提高海洋环流模型的准确性无疑是最能提高任何运输模型系统质量的一个因素。这是海洋学研究和发展的一个主要领域，全世界都在积极开展这项工作。它不仅包括模型开发，还包括观测系统的部署和维护，以及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数据同化方案的开发。因此，不能仅仅通过提供对物体和物质的漂移和命运的预测服务来推进这一进程。原则上，这些服务可以从各种来源(从全球模型到近海模型--最常见的是嵌套组合,找到其特定区域的最佳可用海洋环流数据。然而，在实践中，出于可靠性的原因，个别作战部门将继续主要依靠其已建立的强迫数据来源。使用其他强迫数据集将为其名义强迫数据集提供替代或补充。

2. 	模型开发的多国合作。由于数值模式代码和数据同化方案的开发要求很高，不仅对海洋环流，而且对大气、波浪和运输也是如此，因此，由分布式开发小组支持的开放社区模式代码的开发已经很成熟。上面已经提到了几个型号代码。这在发展中的海洋国家中部署漂移和命运预测系统的情况下是特别有利的。模型开发的一个重要要求是确定基准测试和案例。在目前的情况下，建立几个描述良好的实际案例，使地球物理强迫和验证数据随时可用，这是特别有价值的。

3. 	获取地球物理强迫数据。如果替代强迫数据要提供一个可行的补充，那么它们必须具有合理的可靠性。可提供用于数据访问和传输的适当技术解决方案(ftp、OpenDAP、API等)越来越多的数据提供者正在使他们的操作数据可以在线和通过机器-机器界面(如WIS2.0)访问。现在可以免费下载世界海洋任何部分的大气、波浪和海洋数值预测模型的数据。有一个警告：将来自不同来源的海洋环流、波浪和气象数据集混在一起，可能导致强迫数据不一致；一致性数据是指所应用的气象数据与用于强迫波浪和海洋环流模型的数据相同。缺乏一致性是漂移预测中难以估计的不确定性的来源。

总的来说，有用的地球物理强迫数据的可用性正在改善，使在新的地区实施漂移和命运服务以及改进现有服务变得越来越可能。尽管如此，对于许多应急响应人员和NHMS来说，通过RSMC类型的网络提供地球物理力数据的操作可靠性将是有益的。

4. 	不确定性信息。漂移和归宿预测的准确性估计对响应者可能有用，但对生产者来说难以提供。首先，很难用数字来量化准确性，无论它们是来自强迫数据准确性的理论组合，还是来自模型预测和实际事件中漂移观测的直接比较。另一方面，以有效的方式将不确定性信息传达给用户是一个挑战。

解决该问题的常用方法是使用集合预测方法，其中运行相同情况的几个不同但同样真实的模拟。结果的分布给出了关于最可能的预测及其不确定性的信息；窄分布指示比宽分布更高的确定性。在数值预报方案、波浪和海洋环流预报中，目前正在寻求两种实施途径：
(a) 	使用模型系统的各种扰动(初始条件、边界条件、模型参数等)由同一模型生成的系综。通常，运行30 - 100个集合成员，以获得足够的统计学显著性。因此，这种类型的集合在计算上是昂贵的，并且集合产生通常在比主确定性模型运行稍低的分辨率下执行。

(b) 	多模型集合(MME)方法试图将使用不同模型代码运行的模拟进行组合，通常通过整理来自覆盖相同区域的几个现有预测系统的输出。集合成员的数量要少得多(〈10)，因此重点更多地放在对差异的定性评估上，而不是统计不确定性。计算成本小于第一种类型的计算成本，并且是分布式的。

第一类集合方法在NWP中已经使用了几年。最近，他们已经逐渐发展到波浪和海洋环流的预测。即便如此，将概率转换为用户易于理解的信息仍然是一个挑战。

5. 	洋面风对大多数海洋紧急事件的响应集中在海洋表面或近表面层(大约是最上面的一米)。许多海洋环流模拟系统不提供专门为该层计算的数据。通常，计算上部几米的平均值，或者是整个模型区域的固定间隔，或者是随底部深度变化的间隔。在一些模型公式中，计算随时间变化的上层厚度上的平均值。MEER和SAR的漂移和归宿模型取决于对近表层的准确了解，最好是具有精细解析的海流剖面。由于缺乏来自数值海洋模型输出的这种数据，可以通过使用关于上部模型层中的变量分布的先验假设对模型输出进行后处理来确定近表面变量。这样的计算可以在传输模型中或在传输模型中的摄取之前完成。应鼓励全球和区域环流数据的主要提供者提供近地表数据和/或提供计算近地表剖面的最佳算法。
(a) 溢油及其他有害物质泄漏；
有毒和有害物质在这里被定义为对人或海洋环境有潜在危害的物质。它们可能是天然存在的(如石油)或人造的(如多氯联苯，PCB)。物质可能是有毒的，这是由于其有毒的化学特性或由于当它们溢入海洋时发生的极端浓度。在破坏性溢油事故中，涉及石油产品(包括原油和精炼油)的事故最受关注，主要针对石油溢油制定了应急程序。本节介绍了石油在海洋中的漂移和归宿模型以及围绕这些模型建立的预测系统。

从开发和应用溢油漂移和归宿预测工具中吸取的经验教训鼓励将这些工具应用于其他有害物质，如污水。应注意的是，此处所述的有害物质与第2.3节所述的漂流物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很明显；例如一些漂流物，如塑料，可能被认为是有毒的。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区分是基于哪些工具被认为是最适用的。溢出的液体和非常小的物体，如灰烬，通常用溢油类工具处理，而较大的漂浮物体，其漂移特性可以估计，可以用漂移物体法处理(参见第2.3节)。

如上所述，本节将几乎专门讨论溢油应急方法，同时铭记这些方法可作为其他有害物质的模型。
2.2.1	背景

自从工业活动开始以来，海洋上的石油泄漏已经发生，这些工业活动导致在沿海(例如炼油厂)、海上(例如近海石油平台)和海上运输建造大型设施。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由于油轮运输和近海石油生产的蓬勃发展，发生了重大的石油泄漏事故，因此就需要采取补救措施。公众对重大石油泄漏(例如1967年的Torrey Canyon、1977年的Ekofisk Bravo井喷和1978年的Amoco Cadiz)对海岸线、海床和野生动物造成的环境损害的关切，导致主要海洋工业化国家发展了应急能力。

然而，越来越大的油轮投入使用，新油田的开放，以及铺设在海床上的管道增加了泄漏风险。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过严重溢油事故; 1988年的奥德赛号、1989年的埃克森瓦尔迪兹号、1989年的哈克5号和1991年的ABT夏季号。(In 1991年，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波斯湾发生了最大的石油泄漏事件之一。这些溢油事故导致海事组织缔结了《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缔约方必须在本国或与其他国家合作制定处理污染事件的措施。尽管溢油事故数量在减少，但巨大的溢油事故仍时有发生，如2002年的Prestige沉船事故、2010年的“深水地平线”溢油事故和2018年的“桑吉”号油轮碰撞事故。2020年毛里求斯发生的MV Wakashio溢油事故造成了巨大的环境破坏，这是Daniel和Virasami 2021概述的一个最近的案例，很好地解释了参与应对这种紧急情况的各种行为体。2019年，在汉堡和卡萨布兰卡之间航行的大美国集装箱船起火并倾覆，导致浮油和海洋中的危险化学物质，同样，几个气象服务机构参与了向响应当局提供信息。[footnoteRef:2]最近，2022年1月的汤加火山爆发显示了最初爆发的多重灾害的级联影响，引发了横跨太平洋的全盆地海啸波，逼近秘鲁海岸的海浪损坏了一处石油设施，导致石油泄漏。[footnoteRef:3] [2: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47574143
]  [3:  https://www.bbc.com/news/world-latin-america-60180226] 


尽管如此大规模的泄漏会对当地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但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实际上，大多数溢油事故涉及少量石油，而且经常发生(几乎每天都发生)。虽然每次泄漏的量都很小，但总量和对受影响地区的累积影响都很大，特别是在交通繁忙的地区。很难检测到小的泄漏，这使得响应和建立可靠的统计数据变得困难。

溢油事故的响应包括：溢油的发现、监测和评估；采购和部署设备，以缩小溢油范围(例如：物理限制、化学处理)；采取补救行动，如清理海岸线、海底沉积物和野生动物；和财政影响。

从一开始，对溢漏物质在海洋中漂移的预测就基于当地对海流、风和波浪条件、潮汐图和静态海流图的了解。在许多国家，实际情况仍然如此。在过去几十年中，首先在主要的工业化沿海国家发展了更复杂的预测系统。如第2.1节所述，这些系统以数值模型为基础，这些模型利用风、流和波浪的可用数值预报来计算溢出物质的可能漂移和扩散。

从1980年代的少数开创性服务，到今天大多数发达海洋国家都在运作公共服务溢油预报服务，而且更多的服务正在开发中。由于民族国家有责任保护其海岸和专属经济区内的资源，因此溢油预报主要是作为一项国家公共服务来实施的。区域或其他跨界服务是可行的，目前正在积极探索，例如MPERSS和下文www.example.com一节中介绍的区域实例2.2.2.1。然而，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开展公益业务的服务机构很少：例如，法国金属公司正在经营一家这样的公司。另一方面，有一些商业供应商向石油公司等提供特殊服务，有些供应商的业务范围是国际性的(见Hackett等人，2009年)。
2.2.2	测绘和分析现有功能；

溢油模型有两种方法，即欧拉模型和拉格朗日模型。第一种类型使用有限差分模型网格上示踪剂浓度的对流-扩散方程计算油膜的行为。第二种类型假设油膜由大量颗粒表示，并计算颗粒的行为。大多数溢油模拟模型都采用LPT模型，因为它比欧拉模型更具成本效益。

海洋中的溢油受多种过程控制：平流、扩散、扩散、垂直混合、蒸发、乳化、分散、油溶解、光氧化、生物降解等。在溢油建模中，很难将所有这些过程都包括在内，通常只考虑主要过程。过程的选择取决于目标情况和当地要求，但大多数溢油漂移和归宿模型都认为平流、扩散、扩散、蒸发和乳化是必不可少的。

决定石油在海洋中演变的物理过程，包括平流、扩散和垂直混合，基本上与其他漂流物质和物体相同；第2.1.2节描述了这些过程以及如何在漂移和归宿模拟中实施这些过程。

在石油漂移和归宿模型中处理石油特定过程。扩散是基于费伊的三相理论(费伊，1971)，但经常被修改，以包括其他因素，如剪切扩散，在最近的模型。蒸发、乳化和其他风化过程取决于石油的特性，并且在不同的石油类型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异。有几种方法可以估算蒸发量，如根据经验总体积公式(例如，Stiver和Mackay，1984；Fingas，2015)到复杂的伪分量模型(例如Jones，1997)。乳化作用，尤其是油包水乳化作用，极大地改变了石油特性，进而影响了清除作业

在溢油模型开发方面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最先进的溢油模型系统能够模拟浮油的基本行为，达到相当令人满意的水平。但在具体流程上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关于海洋溢油科学和技术的全面概述，读者可参考Fingas (2017)和Davidson等人(2008)。关于溢油建模和预测系统(包括其历史)的更详细概述，请参见Spaulding (1988年)、Reed等人(1999年)、Hackett等人(2006年)、Jones等人(2016年)、Zodiatis等人(2017年)和Keramea等人(2021年)。

在溢油模型中，油膜被表示为被动示踪物，其运动基本上取决于物理环境条件。如第2.1.2节所述，由大气、海洋环流和波浪数值模型提供的地球物理强迫数据是溢油模拟准确性的关键因素。因此，改进这些模式特别是海洋环流模式(cf. section 2.1.2.3)对于提高溢油漂移和最终结果预测的技能至关重要。

模型设置和性能也取决于目标。如果海上发生大型溢油事故，则需要更大的区域进行模拟，以便将所有可能受影响的区域都包括在内。它还需要长期预测，包括化学风化。另一方面，虽然需要高分辨率的详细信息，但有限的区域可能足以处理轻微的泄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可以迅速采取补救措施，甚至可能不需要进行风化处理。

如第2.1节所述，地球物理强迫的数值模型产生的数据含有误差，这些误差又会传播到石油漂移和归宿模型的结果中，而石油漂移和归宿模型本身也有误差。对于应急响应者来说，关于预测中的不确定性的信息可能是有价值的。集合预测方法的使用是现代溢油预测中越来越受关注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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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以日本海事局系统为例的溢油预测作业概要。

典型溢油预测作业如图2.2.1所示。一旦溢油事故报告，就需要获取或估计初始化溢油模型所需的溢油相关信息。然后，利用可用的输入数据进行溢油预测，并将预测结果提供给灾难响应当局。

溢油特征因事故而异，即溢油量、同时溢油还是连续溢油以及溢油位置(海面、深水、固定点、浮船等)。如何设置初始条件取决于系统和所提供的信息。至于监测，长期以来一直从飞机和船只上探测和跟踪浮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基于卫星的合成孔径雷达已被证明是分析溢油情况的有力工具，其结果可用作某些先进溢油模型的输入(Klemas，2010年；Riahi等，2017）。

快速、可靠地获取所需的强制数据对于溢油预测系统的运行至关重要，因此，此类系统通常由NMHS或其密切的附属机构使用内部运行强制数据来运行。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十年中，由于技术的改进和数据政策限制较少的趋势，任何人都可以更容易地通过互联网访问候选地球物理强迫数据集(参见章节2.1.2.5)。

在生产链的起点和终点，重要的任务是与响应者和其他用户进行沟通，包括传播结果。在大多数国家的服务中，这是由一个24/7/365可用的值班操作员团队负责的。他们运行预测模型，以商定的形式向用户提供结果，并咨询内部专家的解释和咨询意见。在某些情况下，向用户提供基于网络的在线服务，以便他们可以执行他们自己的模拟并将结果直接下载到例如他们的机载ECDIS。
2.2.2.1	多国在溢油监测和预报方面的努力
 
在几个区域性海洋中，已经形成了多国一级协调和一体化的最佳做法，以支持溢油预报管理。以下是一些目前正在使用的示例，但并非详尽无遗：
 
北海
在北海地区，西北大陆架业务海洋学系统(NOOS)；http://noos.cc)一个区域联盟正在努力开发和采用国家溢油预报服务的最佳做法。例如，瑞典石油漂移预测系统Seatrack Web (STW；Ambjorn，2007年)不仅涵盖了波罗的海和北海一部分的国家用户的需要，而且还涵盖了国际用户的需要。这是官方的HELCOM漂移模型/预测和后报系统，用于计算溢油的命运。国家主管部门和某些研究组织可在网上查阅。另一个例子是OSERIT (溢油评估和响应综合工具，Legrand和Duliere，2014年)，首先在比利时开发，目前正在北海满足EMSA-CSN (欧洲海事安全局CleanSeaNet)的需要。NOOS-Drift是一个跨国MME系统，可以按需生成漂移预报。它能够提高最终用户对漂移模型结果的信任度，并帮助指导他们的决策过程，这是用户表达的一个真实需求。NOOS-Drift包括一组用于漂移轨迹准确性的量化指标，这些指标是根据参与漂移模型预测的分布估计的。它有助于区分哪些差异是由于不同的轨迹模型，哪些是由于不同的强迫数据。它受益于哥白尼海洋环境监测服务提供的业务海洋学预报 (CMEMS)。服务区域为整个欧洲西北陆架海，重点是比利时、法国和挪威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

地中海
在地中海，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地中海海洋学网络(海洋观测系统地中海海洋学网络)业务海洋学界和国家海洋水文系统(GOOS)遵循了一个概念，即把现有的国家气象和海洋学预报系统与CMEMS结合起来，建立一个专门的在线数据库，从而便利获取所有这些数据，供该区域完善的溢油模型使用。建立了一个多模式溢油预测服务，称为MEDESS-4 MS (地中海海洋安全决策支持系统)。MEDESS-4 MS (Zodiatis等人，2016年)还与来自溢油监测平台(包括卫星)的数据相集成，并提供一系列服务场景、多模型数据访问和交互功能，以满足地中海区域海洋污染应急中心(REMPEC)、EMSA-CSN和海岸警卫队等国家用户的需求。MEDESS-4 MS并没有发展成一个可操作的系统，但却成为了类似系统(如NOOS-Drift)发展的先驱。

北太平洋西部海域
在西北太平洋地区，许多国家的溢油响应主要由国内机构(如海岸警卫队)执行。然而，1997年纳霍德卡的严重溢油事件提高了人们对系统溢油预测和响应的重要性的认识。日本海上保安厅(JCG)和日本气象厅(JMA)签订了一项合作框架，以提高应对能力。日本海事局开发了一个溢油模拟模型(JMA，2002)，该模型也在MPERSS框架内向成员国提供溢油预测。一旦有溢油报告，JCG提供事故情况资料(位置、时间、油种、溢油量等)。JMA负责溢油预测。这些预报连同气象和海洋条件一起提交给JCG，以支持应对活动。在2021年最近的一次溢油事故中，向JCG提供了如图2.2.2所示的预测。纳霍德卡案也是加强国际框架的一个触发因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NOWPAP)，其成员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2000年，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设立了海洋环境应急准备和反应区域活动中心(MERRAC)。它的职责包括维持和更新参与海洋污染预防和应对的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成员国的详细联系方式，并记录石油和有害及有毒物质的溢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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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JMA制作的溢油预测产品示例，该产品交付给负责响应的日本海上保安厅。
浮油由粒子云(蓝点)表示。

2.2.3	改善服务的预期发展
 
[bookmark: __DdeLink__1022_3842204018]在前面的小节中，已经介绍了溢油预测操作中的当前最佳实践。已经表明，有一些完善的模型和服务可以被新的参与者部署和利用，并且可以用于新的对象和物质类别。关于第2.1.4节所列的一般发展，本节介绍了一些重要的发展，旨在提高溢油预测服务的效率及其产品质量。

1. 	模型开发的多国合作。溢油建模业务最初是一个家庭手工业，生产商业市场上使用的专有模型代码。只是在过去十年中，在模型开发和开发开放甚至社区代码方面的合作才取得了真正的进展。在发展中海洋国家部署溢油模型的背景下，开发开放社区模型代码尤其有利。已经建立了一些这类合作努力，但仍有扩大发展框架的余地。

模型开发的一个重要要求是确定基准测试和案例。在目前的情况下，建立几个描述良好的实际案例，使地球物理强迫和验证数据随时可用，这是特别有价值的。

2.	模型开发的多国合作。在多模式集合预报(MME)的背景下，已经提到了国家漂移预测服务之间合作的优势。除了模型输出的交换之外，在生产链的其他环节上进行合作也有潜在的优势。例如，强制数据、初始条件(检测数据)、商定的文件格式、可视化方法、测试用例数据存档等的稳健交换。

多国合作的另一个方面是支持目前缺乏足够的溢油预测服务的海洋国家的发展。或者，在区域一级共享服务也是可行的，因为获得强迫数据和漂移模型代码的机会有所增加，这可能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前进方式。虽然在少数发达国家运行的全球系统可以覆盖世界上所有的海洋，但对沿海地区详细信息的需要意味着最终需要在地方范围内提供漂移预测服务，以支持地方对紧急情况的反应。

3. 	具体溢油模型功能。根据最重要的当地要求，已开发出功能略有不同的溢油归宿模型。但是，现在有一种趋势，即向更全面的模型功能发展。以下是模型功能的列表，这些功能的实施受到限制，但应更广泛地使用：
除油以外的有害物质的特性，
海冰中石油，
物质漂移模型与船舶漂移模型的耦合，
地下源(和三维建模)
根据观察结果重新初始化溢油几何形状；
包括可用海洋模型数据不包括的区域中的潮汐流，
逆(向后)计算选项，
包括获取气候强迫数据，以进行长期(几周到几个月)预测。

4. 	溢油信息交换的标准框架。目前，还没有关于如何格式化和交换溢油信息的标准。计划因国家服务和区域联盟而异。差异可能来自特定的要求，但最好定义一个独立于特定预测系统的通用标准。这可以促进信息提供者和用户之间的合作，   促进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预报编制者之间的合作。


2.2.4	审查用户对石油和其他有毒物质溢漏海洋气象资料的要求

用户需求
 
	国际组织
	IMO

	第 57 条 联系和文件
	1969年《关于在公海发生石油污染事故时进行干预的国际公约》和1973年《关于在公海发生非石油物质污染事故时进行干预的议定书》旨在授权沿海国在发生可能损害或损害其海岸线或相关利益的污染事故时在公海进行干预。
http://www.imo.org/en/About/Conventions/ListOfConventions/Pages/International-Convention-Relating-to-Intervention-on-the-High-Seas-in-Cases-of-Oil-Pollution-Casualties.aspx

《国际船舶污染保护公约》(MARPOL 73/78)旨在消除石油和其他有害物质、污水和垃圾对海洋的污染。改进对石油作业排放的控制，减少事故泄漏的石油量，是应急预防、准备和响应(EPPR)领域最重要的问题。某些有价值的区域被指定为MARPOL特殊区域。北极地区尚未被指定为这样一个地区。

《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1990年)和《关于对危险和有毒物质污染事件的防备、反应和合作的议定书》(2000年OPRC-HNS议定书)涵盖了环境保护和恢复工作组职权范围内的两个领域，但也讨论了应急规划、培训和研究方案中的合作。


	任何国际协调边界
	无，交由沿海州处理。

	料资无：详不 JIU/REP/2012/5
	国家层面

	所需业务资源
	清理人员的安全和效率，评估油的消散寿命，预测油的移动。

	如何报告事件
	船舶负责向国家主管部门报告溢油情况。

	如何协调响应
	国家主管部门负责启动其应对计划，并安排海洋气象信息支持。


第2.3节：与人员和物体有关的事故
涉及在海面漂浮和漂流的人和物体的事故也以类似的方式处理。实际上，目标通常被统称为漂移物体。然而，制定漂流物响应程序的主要动机始终与人员有关，即SAR。因此，本节将主要讨论SAR响应方法。最近，从开发搜索和救援工具中吸取的经验教训鼓励将这些工具应用于其他类别的漂流物体，如在海上丢失的漂浮货物集装箱。
2.3.1	背景
SAR响应和建模简介
 
搜救反应主要关注寻找海上幸存者和幸存者的船只，并拯救幸存者。SAR还与溢油响应共享和交叉，具有潜在危险的漂浮物体(如集装箱和故障船舶)的漂移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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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1：SAR时间表

在所有海上紧急事故中，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局的应变时间是最短的。图2.3.1显示了广义SAR时间，其中包含SAR时间线的所有主要事件，范围从几分钟到几天(有时更长)。不过，并非每一宗搜救事件都包含所有这些元素，而是都包含事件发生的时间、向搜救当局发出的通知，以及搜救资源对事件的反应。通常情况下，SAR事件通过初始响应成功解决，并挽救了生命。然而，由于以下因素的组合，有些SAR事件会在SAR时间线的整个范围内运行：复杂遇险前运动；事件发生时间的不确定性；通知的重大延误；第三方报告来源提供的信息有限；远离应急资源的区域；和飞行器，这导致多个规划周期和随后的搜索努力，直到案件得到解决或中止。
启动特区案件的第一步是通知特区当局，特区当局需要解决三个主要问题：

1. 事件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2. 事故发生在哪里
3. 合成孔径雷达目标数量和类型是什么？
这三个问题的组合是特定SAR案例的初始条件或可能的场景。如果报告来源来自遇难船只本身，那么时间、地点和内容的不确定性通常会非常精确或有限。但是，如果有第三方报告来源，则方案或可能的方案可能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有许多方案，但大多数都可以通过一组有限的方案类型来捕获。最基本的区域场景是关于最后已知位置(LKP)的二元正态分布，其中该分布反映了位置系统中的不确定性和任何额外的不确定性(例如误报、时间延迟)。第二种基本方案是由均匀分布覆盖的结构良好的多边形(面积方案)。当始发船只(例如渔船)经常出现在已知区域(例如渔场)时，区域场景工作良好。航行场景是指在一系列点(LKP)或区域之间的过境，这些点或区域内可能有活动(例如，游荡、捕鱼)。航行可能与环境相互影响(受海洋气象条件影响)，也可能不受海洋气象条件的直接影响。其他更专业的场景用于耀斑观测；无线电方向报告高地点的单线或交叉线；和从LKP推算航位。在这些场景中，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同样，如果有直接报告，这种不确定性就会减少。在其他情况下，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可能从船舶最后一次安全的时间一直延续到第三方发出通知为止。这可以从几小时到一天或更长时间。在某些SAR情况下，搜索的对象存在不确定性：正立或浸水或倾覆的救生筏或艇筏，不论船上是否有人；穿着救生衣、救生衣、死者或游泳的水中人员(PIW)。环境互动情景考虑到海洋气象条件对航行本身的影响、始发船只成为搜索和救援物体的可能性、飞机事故的分布(飞行中的解体或燃料损失导致受控滑翔)，或由于推进力有限(例如，主动游泳者或划桨者)而改变轨迹。航行场景模拟始发航行器沿着一系列轨迹线从起点到终点的航行，其中每条轨迹线具有转变成遇险漂移物体的均匀概率。然而，当始发船经过危险的时间和位置时，可引入“危险”以增加产生遇险漂移物体粒子的概率。危险可以是永久性的，也可以是暂时性的。例如，已经建立了三种飞机场景的原型，以说明三种主要类型的飞机事故：高度失控，生成LKP分布，作为入射高度的函数；飞行中的解体，碎片因动力学和风场剖面而散射到海面；以及耗尽燃料并在航向上或朝向目的地滑行但受高层风影响的飞机。最后一种类型的交互式场景是遇险的游泳者(通常是水肺潜水员或皮肤潜水员)，其在朝向目的地的航向上积极地游泳。主动游泳者场景具有受波浪影响的游泳矢量加上当前漂移矢量；例如在晚上，它可以恢复到被动PIW。所有这些方案都需要访问要实施的海洋气象数据。

一旦向轨迹模型提供了方案并且返回了概率漂移预测，SAR规划者就可以开始规划每个搜索单元的搜索努力。对于第一个搜索时期，SAR规划者完全能够针对可用资源规划最优化的搜索工作，考虑到搜索单元及其传感器的不同能力、现场条件以及每个单元可能集中精力的搜索对象。然而，如果初始搜索努力不成功，并且需要后续搜索努力，则需要SAR规划工具来说明初始不成功的搜索努力，并更新概率分布，这将需要新的漂移更新。为了计划和考虑搜索工作，基于哪些参数影响传感器的性能，需要环境数据。这些数据参数包括但不限于能见度、降水量、空气和海面温度、风速、波高、白色覆盖百分比、太阳角度、月相和云量。

并不是所有的搜索都是成功的， SAR计划者必须在某个时候考虑是否继续或暂停搜索(主动搜索暂停等待进一步的发展或ACTSUS)。这一决定对受害者、其家属和特区当局来说都是一个关键时刻。在搜救过程中，对幸存者生理状况的恶化和未来生存时间的预测是搜救规划者必不可少的。SAR计划人员使用这些预测来优化搜索资源，并与搜索的其他方面一起考虑，以做出ACTSUS决策(Turner等人，2009年)。目前，用于估计海上生存的命运模型仅限于生理生热与热损失。这些生存性的低温模型依赖于空气和海面温度，以及风速、相对湿度、波浪和太阳辐射作为环境输入参数，并且需要在事件发生后5天内使用(Tipton等人，2022年)。

由于事件在通知之前已经发生，因此需要从最早可能的时间开始进行漂移预测，直到下一组资源结束其搜索工作为止。漂移轨迹模型将需要初始条件，即场景和漂移对象，以及资源的预计时间表。

当SAR事件通知到达SAR当局时，其直接目标是尽快触发SAR资源，初始或初步任务，无论漂移预测是否可用和必要。这要求从搜索和救援当局请求或需要漂移预测到漂移预测交付的周转时间在操作上是搜索和救援当局可接受的。在用于SAR应急的数据系统的三种一般方案(第2.1.2节)中，采用了第一种或第三种系统。一对一数据系统已经并仍然广泛用于支持SAR漂移轨迹计算。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在于SAR控制器通常受限于输入场景的范围和复杂性。
2.3.2	测绘和分析现有功能；

下文将主要侧重于合成孔径雷达响应方法，因为这些方法无疑是最全面、最完善的方法，是处理所有其他漂移物体的基础。对非合成孔径雷达漂移物体的响应更具体于区域和行业，(尚未)被类似于合成孔径雷达的全球框架所涵盖。然而，非搜索和救援物体越来越为公众所知，各种响应机构现在正在处理更多的物体类别，例如货物集装箱、塑料、浮石和灰烬。Non-SAR 物体将在本节末尾简要讨论。
2.3.2.1	搜索与救援 (SAR)

随着高分辨率实用海洋模型的出现和NWP的不断改进，对漂流物体命运进行更详细预测的潜力在过去二十年中有了巨大的增长(Breivik等人，2013年)。然而，虽然改进的天气预报导致更好的强迫，漂移模型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不受海洋建模和数值天气预报的影响。考虑到合成孔径雷达物体的漂移特性以及所使用的强迫数据的准确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也许可以最好地理解这一点。
 
首先，在没有对基本漂移特性及其相关不确定性进行适当估计的情况下，预测搜索区域的漂移和扩展仍然是困难的。当测量漂移物体偏航角的直接方法成为普遍做法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Allen和Plourde，1999；Allen, 2005;Breivik et al., 2011;哈金斯和麦，1995年；哈金斯和哈金斯，1998年)。直接法使用流速计测量物体相对于周围水体的运动。1980年代开始出现足够小和足够灵活的海流计，可以直接拖曳或连接到合成孔径雷达物体上，从那时起，几乎所有合成孔径雷达物体的现场实验都采用了直接测量技术(Allen和Plourde，1999年；Breivik et al., 2011;直接法，加上风(10 m参考高度)和波浪引起的物体相对于环境水流(0.3至1.0m深度之间)的运动对偏航的严格定义，以及最后顺风和侧风分量中偏航系数的分解，使得有可能遵循进行偏航场实验的严格程序。见艾伦和普劳德(1999年)；布雷维克和艾伦(2008年)；Breivik等人(2011)，了解更多详情。

第二，与石油泄漏预测模型一样，对风和海流数据的准确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依赖性。同样，电流是最不准确的，代表漂移预测中较大的不确定性来源。第2.1.2.3节详细讨论了海流预测技巧。

直到2000年代，使用高质量的漂移系数和详细的海流和风预报进行完全随机建模所需的所有必要组件才到位。第一个使用美国海岸警卫队(USCG)漂移系数表(Allen和Plourde，1999年)和高分辨率海洋模型海流场和近地表风场的实用偏航模型于2001年投入使用(见Hackett等人，2006年；布雷维克和艾伦(2008年)；戴维森等人，2009年)。搜索后涉及贝叶斯后验更新的SAR规划的现代时代始于2007年，当时美国海岸警卫队推出了搜索和救援最佳规划系统(SAROPS)，见Kratzke等人(2010)。SAROPS采用环境数据服务器，从多个来源获得风和海流预测。它为多个搜索单元推荐搜索路径，这些搜索路径最大限度地增加了搜索增量的检测概率。与CASP一样，它计算对象位置的贝叶斯后验分布，说明不成功的搜索和对象运动。地中海的最新发展(Coppini等人，2016)证明了通过实施CMEMS的Leeway模型支持SAR操作的操作能力。用户可在www.ocean-sar.com网站上获得这项名为Ocean-SAR的服务。

[bookmark: _Int_fwXiQEA8]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里，SAR的复杂性和细节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SAR预测的不确定性仍然很高。在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估计和预测搜索区域的基本挑战基本上仍然相同，即使某些误差源已经减少。过去几十年来，在降低搜索区域扩展率方面取得的缓慢进展(也许是对改进的唯一最佳估计)是SAR规划受到海流场、风场、缺失的物理过程(例如，波效应，参见Breivik和Allen 2008；Röhrs et al. 2012)，LKP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对物体实际漂移特性的估计不足。实际上，有时甚至不知道物体的类型，从而有效地使建模工作成为跨越一系列物体类别的整体集成。所有这些误差源累积起来，使得SAR计划既有科学性，也有艺术性，救援人员仍然经常依赖他们的“预感”，也依赖复杂的预测工具的输出。大多数合成孔径雷达案例发生在海岸线附近和部分遮蔽水域(Breivik和Allen，2008年)，这一事实加剧了困难，因为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实用海洋模型的分辨率仍不足以解决近岸特征。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些进展和进一步进展的障碍主要通过一系列关于“搜索和救援及其他紧急海上作业技术”的研讨会来介绍。(2004年、2006年、2008年和2011年)，由法国海洋研究所IFREMER组织，挪威气象研究所、美国海岸警卫队、法国-挪威基金会和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
2.3.2.2	海洋垃圾和对航行的危害

与典型的合成孔径雷达物体和石油泄漏类似，可能需要跟踪漂浮的海洋废弃物，以便能够进行清理或减轻其对船只的危险。[footnoteRef:4]这些物体包括落水的集装箱、受损集装箱的漂浮物、从河流中流入海洋或被抛到船外的塑料垃圾、飞机坠毁和沉船的碎片、过量的马尾藻、以及洪水或泛滥河流的天然碎片(如树干)和火山的天然碎片(浮石和火山灰)。除了海运集装箱之外，由于海洋废弃物的典型尺寸(即小于当前一代的海流计)，还不可能直接测量海洋废弃物的偏航特性。然而，Sutherland等人(2020)建议的技术可用于特定情况，以取消所述漂移物体的偏航。 [4:  请注意，有害藻华(HAB)在本综述中未被考虑，因为HAB预测采用的方法与海洋应急跟踪/建模不同，因为HAB预测采用的是耦合海洋环流-生态系统模型，该模型目前不如MEER和SAR建模成熟(准确度也较低)。] 

 
对非SAR物体的反应更接近于对石油泄漏的反应，而不是对合成孔径雷达飞行器和幸存者的反应。这是由于非SAR目标的多样性和缺乏对其偏航特性的知识。此外，目标是减轻损害，重点是清理，而不是拯救生命。这些物品中有许多不会很快变质，或者根本不会变质，除了最终沉没的集装箱和在沉没或搁浅前膨胀、放气或被吃掉的死鲸。与溢油建模一样，一次事故中可能涉及数千个物体，因此生成的实际物体分布可与建模的粒子分布进行比较。
2.3.3	改善服务的预期发展
 
在前面的小节中，已经介绍了溢油预测操作中的当前最佳实践。已经表明，有一些完善的模型和服务可以被新的参与者部署和利用，并且可以用于新的对象和物质类别。关于第2.1.4节所列的一般发展，本节介绍了一些重要的发展，旨在提高溢油预测服务的效率及其产品质量。

1. 持续的野外工作对于扩大搜索对象的分类和重新访问那些只使用旧的野外方法研究过的对象至关重要。
2. 考虑到大多数SAR情况发生在海岸附近，较高水平分辨率的强迫数据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Breivik等人，2013年)。操作数据模型分辨率的提高有助于系统看到沿海水域(岛屿、峡湾等)的更多细节。并且还具有产生物体的更真实运动的希望。
3. 部署高频海岸雷达。由于SAR操作往往发生在海岸附近，因此使用高频雷达观测到的海流场也有潜在的好处。这些观测结果可直接使用或与海洋模型结果混合，以给出短期预报，尽管它们的时间范围限于约24小时(例如，见Barrick等人，2012年)。此外，这些资料还可以被同化到海洋模式中，以改进目前的预报。
4. 表面流的集合模型越来越多地用于处理与强迫场相关的不确定性。目的和获益与第2.3.2.1节中描述的相似。由于大多数可操作的SAR模型是基于集合(粒子)的，因此在各种强制场上扩展集合成员是直接的。风场的集合也是有用的，但是在最初的48小时内不确定性较小，并且大多数搜索需要相对较短的预报。
5. 模型开发的多国合作。在多模式集合预报(MME)的背景下，已经提到了国家漂移预测服务之间合作的优势。搜索和救援行动也可获得同样的好处，特别是在区域一级，因为大多数行动都在海岸附近进行。
6. 回溯轨迹对于救援队确定物体在其LKP和当前时间之间的运动是很重要的。以规则的时间步长汇编风和流的分析场可以帮助当局快速确定最可能的搜索区域。
2.3.4	审查用户对石油和其他有毒物质溢漏海洋气象资料的要求

用户需求

	国际组织
	IMO

	第 57 条 联系和文件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1974年修订版）；
《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 (the SAR Convention)。
 
《国际航空和海上搜索救援手册》(IAMSAR)概述了协调搜索救援行动的程序。《手册》规定了物体在风和海流影响下的漂移特性。
 

	任何国际协调边界
	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都发起了全球搜救计划，将搜救区域分配给各国。
SRR是由ICAO和IMO与成员国协商制定的，通常反映现有的飞行区域和与国家的接近程度。
搜救机构负责在海上或航空遇险情况下，在其分配的SRR内协调搜救。

	料资无：详不 JIU/REP/2012/5
	联合救援协调中心(JRCC)或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

	所需业务资源
	搜索人员的安全和效率，人员生存时间的评估，物体或人员移动的预测。

	如何报告事件
	船舶负责向国家主管部门报告溢油情况。失踪船只或人员可通过GMDSS向JRCC报告。

	如何协调响应
	JRCC或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负责协调搜索作业，并安排海洋气象信息，以支持漂移评估和搜索规划。


 
 [image: Diagram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图2.3.2：使用漂移粒子集合预测救生筏漂移的漂移物体模型输出示例。
所示为102小时漂移后的快照。红色和绿色的小线段表示系综粒子的位置及其在1小时内的轨迹。红色和绿色表示两个偏航角。黄圈是初始位置，黄线表示整个预测期(5天)内粒子云质心的轨迹。红色和绿色多边形是每个偏航角的搜索区域的凸包估计。
第2.4节：放射性核素放电
[bookmark: _kbbjqnq8lve2]2.4.1  背景
IAEA 于2005年设立了事故和应急中心(IEC)，通过协调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和国际组织内部专家的努力、贡献和行动，向成员国提供24小时援助，以应对核事件和放射性事件，包括与安全有关的威胁。IEC是国际应急准备、通信和应对核和辐射事故及紧急情况的全球协调中心，无论这些事故和紧急情况是由事故、疏忽或蓄意行为引起的。它是协调国际应急准备和响应援助的世界中心。
2012年，IEC 对内部确定的在放射性或核事件或紧急情况期间作出反应、评估和预测的能力进行了差距分析，特别侧重于核电厂的事故情景。在福岛事故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很明显，IEC 作为正常应急安排的一部分，国际电工委员会拥有海洋建模能力将是一个优势。这是由于对大量被污染的水排放到海洋中的担忧。
2013年，国际电工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名为“7月29日至7月31日核电反应堆事故期间的海洋和水生模型”的咨询会议，并于2013年8月1日举行了JCOMM工作组会议。这项咨询邀请了海洋和水生模型专家到维也纳来讨论在应对放射性释放事件期间如何使用这种能力。咨询工作探讨了进行这类模拟的现有方法，讨论了该领域现有的专家组和组织，并起草了关于独立选举委员会今后行动的建议，以提高其在这一领域的能力(短期和长期)。咨询工作讨论了海洋模型的服务特点和产出类型，这些模型可在活动期间提供给独立环境委员会的技术小组，以便他们就海洋污染的潜在演变提供有用的分析和见解。此外，咨询会议还讨论了IEC可向成员国提供哪些类型的信息，以供其在活动期间进行规划和了解。
会议讨论了在发生放射性释放事件期间利用国际电工委员会海洋学建模能力的备选办法。与会者一致认为，独立选举委员会在现阶段最理想的选择是组织一个外部专家能力，由外部托管，并在需要时提供。该协定的执行可能类似于IEC和WMO之间支持气象建模的现有协定。这些协议可通过RANET执行，具体取决于所确定的海洋建模专家组织。
在会议期间，专家组讨论了可向 IEC提出哪些一般性建议，以便在今后与具有现有海洋建模能力的组织合作确定工作安排时作为指导。所提出的建议载于附件1。
2.4.2 	测绘和分析现有功能；
 
一个模拟放射性物质扩散的海洋模型系统由海洋环流模型和放射性核素扩散模型组成。海洋环流模型提供了海洋的结构，如海流、涡流和从海面到海底的水密度。放射性核素扩散模型根据海洋结构通过环流模型计算物质的运动，同时考虑到直接释放到海洋和大气沉积的释放源项信息(释放时间、数量和物质的化学形式)。
 
在日本，几个小组对福岛核事故后的海洋扩散进行了模拟。虽然每个小组使用了不同的模型，并显示了不同的结果，但通过审查它们，发现沿福岛海岸的弱南向海流决定了最初的输送方向，中尺度涡状结构和表面海流系统有助于大陆架以外区域的扩散。其中，日本原子能机构(JAEA)利用其开发的核扩散模型(GEARN)和气象研究所(MRI/JMA)开发的海洋环流模型(MOVE/MRI.COM，西北太平洋为1/10)，开展了Cs 137扩散的模拟和验证，以描述其在海洋中的中长期迁移。结果表明，直接释放的Cs137沿黑潮延伸体向东推进，并被中尺度涡旋混合稀释，一年后达到170 W。
 
在美国，国家气象局下属的国家环境预测中心(NCEP)使用粒子追踪法预测福岛附近核事故发生后不久海洋中放射性核素的移动。假设海洋混合层合理地代表了海洋表面的行为，并且放射性核素主要包含在海洋的上部混合层中并由其分布，利用NCEP实施的全球实时海洋预报系统(RTOFS-Global) 1/12°混合坐标海洋模式(HYCOM)的每日临近预报/预报场来跟踪海洋表面的惰性粒子。重点是利用现有资源为政府机构间工作组(IWG)提供近实时的可操作信息。

利用粒子追踪信息，NCEP估算了海岸附近放射性核素的滞留时间，以及这些物质通过太平洋的扩散时间尺度，特别是通过黑潮及其延伸和Oyashio等持续海流系统。这有助于确定太平洋地区潜在的安全区，以及在几周到几个月的时间尺度上潜在的暴露区。利用粒子追踪结合放射性核素的大气沉积，对海洋表层水的污染产生了初步猜测。

在放射性核素首次大量释放后四周内，第一批粒子跟踪产品定期交付给IWG。Tolman等人，2013年)。
 
在法国，SIROCCO小组(来自法国国家遥感中心和图卢兹大学)应原子能机构的请求，利用三维SIROCCO海洋环流模型进行了模拟，以调查福岛核事故释放的放射性核素在海水中的扩散情况。该模型使用了一个具有可变水平分辨率的拉伸水平网格，从福岛附近600米到离岸5公里。初始场和侧向开边界条件由1/12°墨卡托全球坐标系提供。SIROCCO小组是第一个在网上公布关于放射性核素海洋扩散的结果的组织(Estournel等人，2012年)。
 
2012年至2014年，日本科学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大气和海洋扩散模型的相互比较，这些模型模拟了福岛核电站放射性释放的未来。研究结果于2014年底发表(日本科学委员会，2014年)。您可以在www.example.com上免费获得这些工具http://cesd.aori.u-tokyo.ac.jp/cesddb/scj_fukushima/index_j.html。

该报告的结论是，虽然不同模拟的扩散之间有相似之处，但在空间和时间分布方面，由于采用的方法和源项不同，各模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无法确定哪个模型产生的结果最接近测量值。在福岛以东的黑潮和俄亥俄之间的混合区，海洋环流的变化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由于不稳定涡旋的存在而导致的这种变化。

这一相互比较表明，目前有几种模型能够模拟海洋中放射性核素的漂移。有限扩散期(2011年3月至6月)模拟之间的差异表明，使用这些模拟对评估放射性核素释放的中期扩散有何危害。在海上对样品进行测量仍然是估计该地区扩散的唯一可靠方法。

福岛模拟的源项估计是高度可变的。2011年4月直接排放入海的估计数仍然是不同调查人员之间争论的一个主题。对137Cs的输入进行了许多评估。海面上的大气沉积量大致相同，但在事故发生后的头几个月里，北太平洋的大气沉积量分布广泛。

原子能机构MODARIA关于模拟陆基设施意外释放的放射性核素在海洋中的扩散和转移的工作组发表了一篇关于用于模拟最近核事故后137 Cs在海洋中的扩散的模型的论文(Periáñez等人，2014年)。应用最先进的扩散模型模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沉降物在波罗的海和福岛第一核电站在2011年海啸后释放到太平洋的137Cs扩散。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模型，从箱式模型到全三维模型，所有模型都包括水/沉积物相互作用。在波罗的海地区，模型之间的一致性非常好。就福岛而言，只有在所有模型中使用完全相同的强迫(水循环和参数)的模型协调过程之后，模型的结果才能被视为具有可接受的一致性。研究发现，所考虑系统的动力学(电流的大小和变化性)对于获得模型之间的良好一致性至关重要。强调了在这些动态环境中为决策支持制定操作模式的困难。
他们确定了紧急情况发生后应考虑的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需要具体的建模方法。这三个阶段是紧急阶段、紧急后阶段和长期阶段。

1. 	紧急阶段：模拟的时间尺度从几小时延伸到几天，待解的空间尺度从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在这种情况下，模型应该给出非常快速的响应(大约几秒到几分钟)，以决定例如是否必须立即禁止在海滩上游泳，或者应该禁止在哪个区域捕鱼。这种快速反应可以通过使用来自实用海洋模型的海流和波浪扩散率预测数据以及使用拉格朗日模型预测放射性的传输来实现。这种水流和波浪预报的时间范围受到天气预报的时间尺度的限制，大约为7 - 10天。Periáñez和Pascual-Granged (2008年)、Estournel等人(2012年)、Duffa等人(2016年)、Garraffo等人(2016年)和Maderich等人(2016年)给出了这种方法的示例。还可以使用生物群动态模型来估计海产品污染，Duffa等人(2016年)也是如此。在这一初始阶段，模型的产出也将有助于制定监测的抽样战略。

2.	 应急后阶段：时间尺度可达几周，空间尺度可达100 - 1000公里。我们可以考虑在离核设施几百公里的地方建一个海水淡化厂，生产淡水用于灌溉。应决定是否停止使用海水。在这个阶段，提供答案的时间比第一阶段多。然而，使用短期海洋预报是不可行的。潜在的解决办法是利用前几年类似时期的数据和形成的放射性预测集合来估计未来对水、沉积物和生物群的污染。关于分散模型，可以使用拉格朗日和欧拉方法(例如Kawamura等人，2011年，Simonsen等人(2017年)和Periáñez等人，2012年)。与悬浮物和海底沉积物的相互作用已显示影响福岛事故后的迁移模式(Choi等人，二〇一三年；Chen等，2013）。

3. 	长期阶段：这一阶段将意味着评估事故的长期后果，包括放射性核素向沉积物和生物群的转移，以及一旦海水中的放射性核素浓度下降，评估沉积物作为污染源的潜在作用(Periáñez，2003年)。这种评估可以用欧拉模型来进行，其中这些复杂的过程比拉格朗日系统和耦合动态生物群模型更容易包括在内(Vives i Batlle et al.，2016年)。海流场由海洋环流模式输出的时间平均值获得。可以对几百公里的空间尺度进行几个月的模拟。对于更长期的评估(数年至数十年和数千公里)，一些作者建议使用箱式模型(Lepicard等人，二○ ○四年；Iosjpe等人，2009年)。对于这样的时间尺度，使用3-D模型的计算成本变得过高，并且结果并不比更便宜的箱形模型更好。

在任何情况下，对于高度动态的环境，发现模型输出对用于预测海洋环流的模型极其敏感。因此，海洋环流模式的选择应十分谨慎，并与当地的海流测量结果进行详细比较。在这个意义上，Duffa等人(2016)指出，高分辨率的海洋环流局部预报应用于应急建模。虽然全球海洋环流模型产生了海洋中大气环流的真实图像，但它们的输出在动态环境中的局部尺度上是不同的，这至少部分是由于它们相对粗糙的空间分辨率。

总的来说，用于海洋环境中放射性核素释放紧急情况的模型应针对每个特定地点进行仔细调整，即针对决定拥有建模工具以支持在那里发生潜在紧急情况后作出决策的每个核设施。换句话说，如果涉及高度动态的环境，我们不能先验地相信引入洋流海洋预测的通用模型。

2.4.3 	改善服务的预期发展

如上文所示，存在关于海洋中放射性漂移和归宿的有用模型。预测服务可以很容易地从现有的漂移和归宿服务中调整而来，例如，石油泄漏，并且可以由新的参与者和新的区域部署和利用。关于第2.1.4节所列的一般发展，本节介绍了一些重要的发展，旨在提高溢油预测服务的效率及其产品质量。

1. 	获取源数据、放射性核素现场测量和开发源项评估的反演技术。直接排放入海和大气沉降的排放源项信息(排放位置和时间、排放持续时间和数量以及放射性物质的化学形式)是一个关键要素。这意味着大气模拟的输出更容易获得。
 
2. 	不确定性信息。对于放射性物质漂移和扩散预测建模，单一模型集合和MME方法都是可行的。例如，考虑到上述数据访问的改进，获得一套强制数据集以强制相同的放射性材料漂移和扩散模型是相当可行的。相反，在一些地区，已经有若干地理上重叠的放射性物质漂移和扩散预测系统在运行；需要就执行公共区域内事件的预报达成协议。
 
3. 	模型开发的多国合作。在发展中海洋国家部署溢油模型的背景下，开发开放社区模型代码尤其有利。模型开发的一个重要要求是确定基准测试和案例。在目前的情况下，建立几个描述良好的实际案例，使地球物理强迫和验证数据随时可用，这是特别有价值的。
 
4. 	模型开发的多国合作。国家漂移预测部门之间合作的优势已经在上文福岛事故中提到，并且在多模型集合预测(MME；(节 2.1.4)除了模型输出的交换之外，在生产链的其他环节上进行合作也有潜在的优势。例如，强制数据、初始条件(检测数据)、商定的文件格式、可视化方法、测试用例数据存档等的稳健交换。

关于第2.1.4节，多国合作的另一个方面是支持目前缺乏足够的放射性物质漂移和扩散预测服务的海洋国家的发展。或者，在区域一级共享服务也是可行的，因为获得强迫数据和漂移模型代码的机会有所增加，这可能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前进方式。虽然在少数发达国家运行的全球系统可以覆盖世界上所有的海洋，但对沿海地区详细信息的需要意味着最终需要在地方范围内提供漂移预测服务，以支持地方对紧急情况的反应。一个区域化的支持系统，按照区域监测协调中心网络的思路，可以成为WMO向发展中成员国提供支持的有效工具，特别是在放射性核素应急方面。
 
5. 	具体溢油模型功能。根据最重要的当地要求，已开发出功能略有不同的溢油归宿模型。但是，现在有一种趋势，即向更全面的模型功能发展。以下是模型功能的列表，这些功能的实施受到限制，但应更广泛地使用：
· 海冰中的放射性物质
· 直接排放入海(表层或次表层)和大气沉积的组合
· 137 Cs、134 Cs、90 Sr、131 I、T、99 Tc等放射性核素数据库的开发该系统提供了与水体和大气/海水/沉积物界面中的颗粒物质、生物群和人类相互作用的参数
· 根据观察结果重新初始化放射性物质的体积和位置
· 转移到生物和沉积区室
· 包括可用海洋模型数据不包括的区域中的潮汐流，
· 包括获取气候强迫数据，以进行长期(几周到几个月)预测。
· 放射性物质漂移和弥散模型数据交换标准
2.4.4 	审查用户对用于放射性核素扩散应急反应的海洋气象信息的要求
 
用户需求
 
	国际组织
	工发组织

	第 57 条 联系和文件
	原子能机构、WMO和海事组织是国际组织联合辐射应急管理计划的组成部分。原子能机构和WMO有一个专门的表格，要求区域安全管理委员会提供核环境紧急反应方面的信息。

	任何国际协调边界
	无交由沿海州处理。

	响应责任
	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

	所需业务资源
	响应人员的安全和效率，预测颗粒的运动。

	如何报告事件
	Simulate a release of 1.3 x 1015 Bq of a tracer integrated backward in time (no deposition, no decay) at a constant rate at the point of the station location from surface to 30 m from measurement stop to measurement start.

	如何协调响应
	IAEA或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负责安排信息，以支持漂移评估。




第3节：WMO在支持海洋应急响应方面的活动和作用
世界WMO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在气候、天气、水和环境相关问题上拥有权威性的发言权，特别是与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财产安全有关的问题。

本节概述了WMO及其应急响应活动支持网络目前的配置方式，以及它如何与现有的响应活动相互作用。关于WMO自成立以来的海洋应急响应(包括MEER和SAR)的完整概述，请参见https://community.wmo.int/activity-areas/Marine/MEER。

第3.1节    海洋污染应急响应
WMO海洋气象学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1993年4月，里斯本)核准了WMO关于MPERSS的规格，并得到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1997年3月，哈瓦那)的赞同。见https://community.wmo.int/activity-areas/Marine/MEER#MPERSS.
海洋污染紧急响应支持系统 (MPERSS)

建立公海气象和海洋环境应急系统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协调一致的全球系统，为国家管辖水域以外的海洋污染应急行动提供气象和海洋学信息。世界海洋已被划分为海洋污染事故区域，类似于IMO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http：//weather.gmdss.org/)的METAREAS区域，并已确定区域气象和海洋学协调员(AMOC)，为所有区域提供与海洋污染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c) 在业务上同海洋部门保持联系的国家气象部门它们承担对适时提供海区气象信息和海洋信息进行协调的责任，发布这些信息旨在支持由该部门（或几个部门）承担责任的指定海区中的海洋污染紧急响应业务。如果得到有关国家的请求，AMOC也可以为其责任区内的国家领海水域提供相关支持和建议。
 
AMOC提供的支持应包括：[footnoteRef:5] [5:  见第114页，JCOMM-II最后报告，包括决议和建议，气象组织第995号] 

 
(a) 	(a)  适合相关海区的基本气象预报和警报。

AMOC提供的支持应包括：

(b) 	(a)  有关海区的基本海洋预报；
(c) 	特殊气象与海洋变量值的观测、分析和预报，这些变量是描述海洋污染移动、传播、散逸与消亡的模式所需要的输入量；
(d) 	(c)  在某些情况下运行这些模式；以及
(e) 	(d)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国家和国际电信设施；
(f) 	(e)  其他业务支持。

根据相关部门间的协议，发布的信息可能由AMOC或其他支持部门单独制作，或者由二者联合制作。负责指定海洋污染事件（MPI）海区的任何海洋污染紧急响应业务管理部门（或多个部门）的地点与联系方式（电话、e-mail、电报、电传等）的详细情况应在MPERSS网站上提供。
WMO服务委员会(SERCOM)的作用

WMO SERCOM是由WMO专家组成的政府间机构，能够从事服务和应用活动，支持会员和会员的需求。它由几个常设委员会组成，其中一个是海洋气象和海洋学服务(SC-MMO)委员会，其工作重点是在MEER和SAR中支持和授权成员。其海岸和应急响应专家小组的任务是开发MEER信息服务的技术建议和指导材料，以及数据处理和预测系统，并监测GDPFS MEER专业中心的运作，建立标准和维护产品与基础设施委员会(INFCOM)团队合作领导GDPFS。与海事组织和原子能机构等有关伙伴的密切联系得到加强，以确保在应急准备和反应过程中所有主要行动者的协调支助。
3.1.1 – Non-nuclear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WMO的核和非核环境应急响应活动一般包括应用专门的大气扩散模型技术，跟踪和预测在环境紧急情况下空气传播的有害物质的扩散。这类专门的应用直接依赖于WMO全球、区域和国家气象中心的GDPFS所实施和维护的数值预报系统的运行基础设施。
 
建立这一GDPFS中心框架的目的是协助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其各自的国家机构以及相关国际组织(主要是原子能机构)有效应对空气传播危险物质大规模扩散的环境紧急情况。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之后，WMO的活动重点是核事故方面的业务安排和支助；和最近，WMO扩大了其活动范围，还包括在对大火的烟雾扩散、火山爆发的火山灰和其他排放物以及工业事故的化学释放物作出紧急反应时提供气象支助。
非核应急响应活动。
 
WMO与原子能机构订立了可操作的国际安排，以便在必要时启动专门的气象支助，以应对与核事故和辐射紧急情况有关的环境紧急情况。WMO通过其模拟和预测放射性物质在大气层中的移动和扩散的独特数值预报能力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WMO实施并维持了一个由10个称为RSMC的专门数值模拟中心组成的系统，随时准备提供高度专门化的计算机模拟大气，预测气载放射性的长程移动。这些专门的中心每天24小时覆盖全球，设在埃克塞特(联合王国)、图卢兹(法国)、墨尔本(澳大利亚)、蒙特利尔(加拿大)、华盛顿(美国)、北京(中国)、奥布宁斯克(俄罗斯联邦)、奥芬巴赫(德国)、维也纳(奥地利)和东京(日本)的国家气象中心。该系统还包括在奥芬巴赫(德国)的一个电信网关，以提供原子能机构事故和应急中心与WMO之间的通知和实时信息联系。这些中心应要求在三小时内向国家气象中心和原子能机构提供专门产品。
 
在紧急情况发生之前进行良好的规划可以大大改善应对能力。为此，制定了《国际组织辐射应急联合管理计划》。它由原子能机构维持，包括《及早通报核事故国际公约》和《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缔约国的国际组织，以及参加应对核事故机构间委员会活动的一些国际组织。
 
WMO是这些公约的缔约方，并参与定期审查和维持联合计划，包括公约演习方案。
–	非核环境应急响应
 
WMO扩大了其应急活动的范围和能力，将非核环境紧急情况包括在内。化学事故和紧急情况领域正在探索和发展之中。
 
许多国家气象水文局都有责任为化学事故应急响应提供气象支持。这些服务包括向外地行动提供天气观测、预报和警报，以及提供关于污染物在大气中扩散的专门产品和专家咨询意见。一些国家政府正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进行投资和合作，并审查业务安排，以加强各自的安全措施水平，包括在复杂环境中的环境监测以及探测、评估和预测危险材料大气迁移的数字建模和模拟等领域。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助于在防灾和减灾的范围内管理风险。
基础设施委员会（INFCOM）

WMO INFCOM是由WMO专家组成的政府间机构，能够从事基础设施(包括观测、仪器和数据)活动，支持会员和会员的需求。它由几个常设委员会组成，其中一个是地球系统监测和预测SC (SC-ESMP)，重点关注GDPFS。其应急反应活动专家组(ET-ERA)负责确保核和非核领域的应急反应程序充分，满足成员国和国际组织(即原子能机构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CTBTO))的需要，并在必要时对《通用数据和文件系统手册》(WMO-No. 485)进行更新。促进并支持针对用户开展有关ERA产品及其优缺点的教育培训工作；(c) 确定并促成各种技术资源，以协助NMHS发展ERA能力，用于支持国家机构备灾、规划、应对灾情和灾后重建活动；他们专注于测试新产品，特别是大气传输和扩散建模方法，促进了改进。(e)    测试并提高所有 RSMC、IAEA、CTBTO、RTH 奥芬巴赫和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 ERA 情况下根据《手册》中规定的各项标准和程序达到各项业务要求的能力。 153
建议和结论
本报告回顾了海洋应急响应(MER)的最新技术水平，承认MEER和漂流物(特别是SAR)都依赖于类似的方法。它概述了对海洋和大气强迫数据的多维需求，以支持海洋气象模型。报告还概述了国家气象和人类安全局和其他国家、区域和国际机构，包括WMO的作用，它们在应对海上或沿海紧急情况这一复杂但非常重要的过程中都有利害关系。

审查表明，在立法、国际和国家承诺以及应对链中的各种作用和责任的作用下，这一做法是复杂的。NMHS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WMO可以通过提供最佳做法指导，协助参与海洋紧急情况的成员国，在这一进程中加强其作用和NMHS的作用。目前，没有可供成员使用的指导材料，因此，本报告说明了WMO SERCOM可通过制定相关指导材料来增加价值的地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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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3年IEC会议建议

 2013年，国际电工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名为“7月29日至7月31日核电反应堆事故期间的海洋和水生模型”的咨询会议，并于2013年8月1日举行了联合通信技术委员会工作组会议。

· 国际电工委员会应为在放射性或核事件期间使用海洋模型制定一个操作概念，包括：
· 设想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海洋模型
· 在最初的24小时、一周和一个月内，船舶模型所需的能力范围(因为在事件期间，能力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 如何向公众和技术受众展示模型
· 如何在活动期间管理海洋模型和海洋测量的使用
· 海洋模型的输出应采用IEC技术团队易于理解的简化格式。
· IEC技术团队将要求对此类模型的解释进行专门培训，以便正确传达相关的不确定性(这与当前的烟羽模型培训并无不同)。
· 模型可以在事件期间以固定间隔(例如一天两次或一天一次)用新信息重新运行。
· 有人指出，海洋模型的移动一般比羽流模型慢，因此，以过快的频率要求数据可能无法提供有用的信息(即〈4小时)。
· IEC可以使用海洋模型，以便提供关于事件期间材料可能流向的一般认识(类似于IEC目前使用气象模型的方式)。
· 国际电工委员会目前使用的从WMO的区域气象监测中心接受气象支助的安排，可作为建立类似海洋模拟安排的基础，
· 通过与这些中心24/7全天候联系而可能获得的额外支持水平，将非常有助于IEC保持任何海洋建模能力，以协助解释此类模型
· 如果IEC在活动期间需要任何专门的建模，来自24/7联系人的额外支持将是有用的
· 国际电工目前采用的羽流建模方法(使用1 Bq/h的说明性源项)可成功地应用于海洋建模，以了解情况
· 与可能提供此类支持的外部组织(即JCOMM)的讨论可用于帮助定义任何此类未来服务的范围
· 由于扩散剖面对海岸距离非常敏感，因此在事件发生期间，应提供同时处理点(直接到海洋)和沉积(即来自羽流)的模型
· 海洋模型对数据的分辨率非常敏感；建议在有高分辨率建模能力的地方使用高分辨率建模能力
· 模型有用所需的分辨率由场景决定，例如在海岸线附近建模时所需的分辨率
· 当潮汐效应很重要时，模型的输入/输出频率可能需要为一小时
· IEC应考虑将风险分布图(例如，根据历史数据提供未来分布的概率图)作为事件期间提供的产品的潜在用途
· IEC海洋建模能力的实施应解决如何将结果存档并最终提供给机构内其他内部部门进行长期分析的问题
· 一旦实施并提供给IEC，则需要对此类模型的全部功能进行评估
· 独立选举委员会将需要确定如何最有效地将海洋建模能力的使用纳入现有的决策过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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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与MEER和SAR相关的国际、全球和区域框架和计划

本附件概述了可能影响WMO支持成员国应对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和搜救的各种框架和计划的背景。
与MEER和SAR有关的公约和相关活动
1.1.1	国际海事组织（IMO）；

国际海事组织是一个联合国专门机构，其重点是国际航运的安全和安保以及防止船舶污染。它负责与MEER和SAR直接相关的两项国际公约。WMO为海事组织的工作和会议作出贡献，并是若干强制性文件，特别是与海事安全有关的强制性文件的共同赞助者。
《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MARPOL）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POL)是防止船舶因操作或意外原因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主要国际公约。
《防止船污公约》于1973年11月2日在国际海事组织通过。1978年议定书是针对1976年至1977年发生的一系列油轮事故而通过的。由于1973年《防污公约》尚未生效，1978年《防污议定书》吸收了母公约。该综合文书于1983年10月2日生效。1997年，通过了一项议定书，以修正《公约》，并增加了一个新的附件六，该附件于2005年5月19日生效。《防污公约》多年来不断修订。

该公约包括旨在防止和尽量减少船舶污染的条例，包括意外污染和日常作业造成的污染，目前包括六个技术附件。大多数附件都包括对操作排放进行严格控制的特殊区域：

	附件
	法规为：

	I
	防止油污染

	二
	散装有毒液体物质污染的控制

	三
	防止海上包装运输有害物质污染

	四
	防止船舶污水污染

	五
	防止船舶污水污染

	六
	防止船舶污水污染



国际海事组织的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MEPC)由所有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组成，有权审议国际海事组织范围内与防止和控制《防止船污公约》所涵盖的船舶污染有关的任何事项。这还包括油类、散装化学品、污水、垃圾和船舶排放物(如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还考虑了压载水管理、防污系统、船舶回收、污染防备和应对以及特殊区域和敏感海域的确定。它特别关注通过和修正公约及其他条例和措施，以确保其执行。
 
海保会最初是作为海事组织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设立的，并于1985年获得完全的宪法地位。几个小组委员会支持海保会的工作，其中污染预防和响应小组委员会(PPR)与MEER议程最直接相关。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国际公约包括所有海事组织成员国，以及《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等公约的缔约国，即使它们不是海事组织成员国。

海事安全委员会(海安会)是海事组织的最高技术机构，与海保会类似，由所有海事组织成员国组成。海安会的职能是审议本组织范围内与助航设备、船舶的建造和装备、从安全观点出发的人员配备、防止碰撞规则、危险货物的装卸、海上安全程序和要求、水文信息、航海日志和航行记录、海上事故调查、救助和其他直接影响海上安全的事项。

海事安全委员会还必须提供机制，以履行海事组织公约赋予它的任何职责，或任何国际文书或根据任何国际文书赋予它并经海事组织接受的在其工作范围内的任何职责。它还负责审议和提交安全建议和准则，供大会通过。扩大后的海安会通过对公约的修正，如《海上人命安全公约》。海安会有几个小组委员会支持其任务，其中航行、通信、搜索和救援小组委员会是WMO作为观察员参加的小组委员会。这是一个机构，在许多主题中，涵盖了IMO-WMO全球海洋气象信息和警报系统(WWMIWS)，它满足海洋海事安全信息(MSI)提供我的WMO的METAREAS。虽然搜索和救援不是MSI讨论的直接内容，但其范围仍被视为响应搜索和救援请求，其中天气信息对该过程至关重要。有关WMO在WWMIWS和SAR中的作用，请参见(WMO网站链接)。
1.1.2 地中海区域海洋污染紧急响应中心(REMPEC)
 
REMPEC ( www.example.com )的目标www.rempec.org是帮助防止和减少来自船舶的污染，并在紧急情况下防治污染。在这方面，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协助缔约方履行《巴塞罗那公约》第4条第1款、第6条和第9条规定的义务；1976年紧急议定书；2002年《预防和应急议定书》，并执行缔约方2005年通过的《防止和应对船舶造成海洋污染区域战略》，其中的主要目标和指标反映在《地中海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如果《近海议定书》生效，该中心还将协助提出请求的缔约方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根据《近海议定书》调动区域和国际援助。
该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在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和发展对意外海洋污染的准备和反应以及在紧急情况下的合作方面的主要行动领域包括：
· 加强该区域沿海国的能力，以期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确保在该区域有效执行国际一级普遍承认的关于防止船舶污染的规则，消除航运活动，包括游艇对海洋环境的污染；
· 在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环境方面发展区域合作，并促进地中海沿岸国之间的合作，以便对造成或可能造成排放油类或其他有害和有毒物质，并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或其他立即反应的污染事件作出反应；
· 协助提出要求的地中海区域沿海国发展其本国能力，以应付造成或可能造成排放石油或其他有害和有毒物质的污染事故，并促进资料交流、技术合作和培训；
· 提供一个框架，以便就业务、技术、科学、法律和财务事项交流信息，并促进对话，以便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为执行《预防和紧急情况议定书》采取协调行动；以及
· 在紧急情况下，直接或通过获得其他缔约国的援助，或在区域内不存在援助的可能性时，协助区域内沿海国从区域外获得国际援助。
1.1.3 欧洲海事安全署（EMSA）

欧洲海事安全局是欧盟的分权机构之一。该机构设在里斯本，向欧洲联盟委员会和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和支持，以制定和执行欧盟关于海事安全、船舶污染和海事安全的立法。它还承担了石油污染反应、船只监测以及远距离识别和跟踪船只等领域的业务任务。
2003年成立EMSA的一个主要政治推动力是Erika (1999年)和Prestige (2002年)事故及其造成的石油泄漏的后果。这些事件对西班牙和法国的海岸线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和经济破坏。它们还提醒决策者，欧洲需要投资于更好地为大规模溢油做准备，即超出单个成员国一级的可用资源。
该机构在某些关键领域开展了一些主要是预防性的、但也是反应性的任务，以实现其目标。
 
首先，该机构的任务是协助欧盟委员会监测欧盟立法的执行情况，这些立法除其他外涉及船舶建造和计划维修、船舶检查和欧盟港口船舶废物接收、海事设备认证、船舶安全、非欧盟国家海员培训和港口国管制。
 
第二，该机构在欧盟一级运作、维持和发展海事信息能力。重要的例子是SafeSeaNet船舶跟踪系统，该系统能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跟踪船舶及其货物；以及欧盟LRIT合作数据中心，以确保在世界各地识别和追踪悬挂欧盟旗帜的船舶。
 
与此同时，还建立了海洋污染防备、探测和反应能力，包括一个欧洲备用溢油反应船网络以及一个欧洲卫星溢油监测和船只探测服务(CleanSeaNet)，两者都是为了促进建立一个有效的系统，保护欧盟海岸和水域免受船只污染。
最后，该机构在海事安全和防止船舶污染领域向委员会提供技术和科学咨询意见，不断评估现有措施的效力，并更新和制定新的立法。它还向会员国提供支助，促进会员国之间的合作，并传播最佳做法。作为欧洲联盟的一个机构，该机构处于欧盟海事安全网络的核心，并与许多行业利益攸关方和公共机构合作，与委员会和成员国密切合作。
与MEER和SAR相关的国际和/或区域计划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与世界WMO的紧急应变活动

原子能机构是一个政府间机构，侧重于核领域的科学和技术合作。这包括努力实现核科学技术的安全、可靠与和平利用。鉴于核危害的高风险，它在环境应急响应中发挥着作用，特别是通过保障措施和监测危险物质。这与WMO的环境影响评估有直接联系，如第1.2节所述，环境影响评估涉及应用专门的大气扩散建模技术，以跟踪和预测在发生环境紧急情况时空气传播的危险物质的扩散。

原子能机构在其海洋环境研究实验室开展研究与发展活动，解决海洋污染问题。本实验室的工作重点是开发和验证测量海洋样品中污染物的分析方法。这可能是未来任何海洋放射性应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是一个协作平台，有六个关键组成部分，有助于确定海洋观测要求、协调观测网络和确保数据和预报的流动。它由国际海洋学委员会、WMO、环境规划署和国际科学理事会(ISC)共同赞助，支持一个包括在观测系统中发挥作用的所有各方的团体：国际、地区和国家观测计划、政府、联合国机构、研究组织和科学家个人。通过在海洋观测工具和技术、数据自由流动、信息系统、预测和科学分析方面的合作，这个全球社区可以利用所有这些投资的价值。
专家小组综合各项要求，并就观察系统设计提供指导，以期加强和扩大实施，推广最佳做法。一个预报系统小组还致力于提高海洋预报的能力和质量，这与海洋漂移和漂浮物相关的建模和制作服务直接相关，因此也与MEER和SAR相关。除了WMO是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共同赞助者外，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社区还分别与WMO的INFCOM和SERCOM合作开展相互活动，包括提高气象服务的海洋预测能力。WMO-国际奥委会联合协作委员会(JCB)向国际奥委会和WMO提供战略建议，以鼓励这些活动的交叉协调。
其他与海上应急响应相关的内容
 
为预防、应对和管理海洋紧急情况，特别是环境紧急情况，建立了若干区域联盟。这些活动一般按地域划分，从加勒比海到亚洲和远东。总的来说，这些机构与海事组织环境司密切合作。在与这些机构接触和提供更协调一致的反应机制方面，最好的资源利用方式可能是直接与海事组织合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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